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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中，居籍这概念颇为重要，而在国际私法中，它亦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普通法世界中，居籍这概念传统上用作连结因素以断定当事人的属人法。在大陆法系传统中，国籍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然而，居籍与国籍是有所分别的，后者把当事人与一个国家连结起来，前者则关乎一个司法管辖区。此外，它们的不同之处亦在于一个人可以无国籍或在同一时间有多于一个国籍，但他却不能没有居籍，而且他只能在同一时间有一个居籍。居籍并不等同居住，因为一个人可能是以其居住区域以外的地方为其居籍。
2.
究竟居籍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居籍的定义是“在法律上认为是一个人永久以此为家的地方或区域。”
 居籍这概念的重点放在人与地方的长远关系。换言之，一个人是以他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的地方为其居籍。
3.
居籍在国际私法中属于所谓“连结因素”：它决定某些问题（主要涉及地位及财产的问题）要按哪一个法律制度和由哪一个区域的法院之司法管辖权来裁定。居籍这概念把一个人与他永久以此为家的区域或他意图无限期地居住的区域连结起来。这种连系带来的效果是：与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情会由与该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之法律（即居籍法律）来裁定，而非由与该人仅有些微的或短暂的联系的地方之法律裁定。
4.
尽管居籍这概念有其重要性，但断定一个人的居籍之规则经常受人批评为过于复杂及极为技术性，而且有时会引致荒谬的结果。在普通法世界中，有不同的法律改革机构
 曾深入研究过居籍这传统概念，并具体地建议修订关乎断定居籍的规则。有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及南非
）已立法修订关乎断定居籍的规则，藉此回应该等批评。
研究范围
5.
律政司司长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认为适宜由法律改革委员会检讨有关法律是如何断定一个人的居籍。律政司司长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将这个课题转交法律改革委员会研究，研究范围如下：
“检讨规管有关断定自然人的居籍的法律，并就所需的改革，作出研究和建议。”
6.
2002年6月25日，法律改革委员会成立一个小组委员会，专责就现行法律进行研究并作出建议。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有：
	余若薇资深大律师
	（主席）
资深大律师

	Philip Smart先生
	（副主席）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陈美兰女士
	律师
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

	张妙清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讲座教授

	朱佩莹法官
	家事法庭

	翟绍唐资深大律师
	资深大律师

	简锦材先生
	律师
孖士打律师行

	关天敏女士
	丰信托（香港）有限公司

	梁冰濂资深大律师
	资深大律师

	马华润先生
	律师
何柏生马华润律师行

	梁东华先生
	（秘书）


本谘询文件的编排
7.
本谘询文件旨在研究在香港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规则和该等规则出现的毛病，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
8.
第1章讨论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现行规则和使用居籍这概念作为连结因素的主要法律范畴。第2章重点讨论现行法律的不妥善之处。第3章讨论香港其他常见的连结因素和应否保留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第4章探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和讨论一些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然后胪列我们的初步建议。第5章是我们所提出的建议的总览，方便参阅，和列出这些建议的实际影响。
9.
我们必须强调，本文件只是一份谘询文件，而在本谘询文件内提出的建议旨在抛砖引玉，促进大家对有关问题的讨论。我们欢迎各界人士及机构对本谘询文件所讨论的任何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意见及建议。本小组委员会和法律改革委员会在拟定最后建议时，定当审慎考虑所有回应。
第1章
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现行规则
1.1
在本章，我们会就如何断定一个人的居籍，胪列现行的规则，但这并不是对香港居籍法律作出详尽的讨论。我们讨论这些规则是作为下一章讨论现行法律不妥善之处的背景。
1.2
为了断定主要涉及法律地位及财产等一系列事宜，一个人的居籍把他自己与某个法律制度连结起来。如要把某人与一套法律制度连结起来，就必须把他的居籍确定于某一套法律制度所规管的特定地区，即所谓“法律区”。
 就断定某一个人的居籍而言，香港既然有自己的法律制度，所以属于此一“法律区”。在联邦国家（例如由不列颠哥伦比亚、曼安托巴、安大略等多个省组成的加拿大）或在复合国家（例如由英格兰及威尔斯、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组成的联合王国）内皆具有多于一个法律区。同样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四个法律区，即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1.3
毫无疑问，居籍这个概念是非常技术性的。因此，为了要确切地讨论这个概念，在开始讨论前或许应点出其实质作用及重要之处。因此，我们会在下文讨论使用居籍这个概念作为连结因素的各个主要法律范畴。
使用居籍概念的主要法律范畴
1.4
在普通法及成文法中，不同的法律范畴都有使用居籍的概念，以断定应以哪一套法律制度规管一个人在民事法律方面的地位及其财产管理（当中某些方面）。主要法律范畴胪列如下：
(a)
缔结婚姻的法律行为能力
缔结婚姻的法律行为能力是由婚姻双方婚前各自居籍地的法律所规管。
 假若婚姻双方根据其婚前居籍地的法律具有缔结婚姻的能力，则就缔结婚姻的法律行为能力而言，该宗婚姻便属有效。
(b)
无遗嘱者动产的继承问题
无遗嘱者动产的继承问题，不论该等动产位于何地，皆由他在死亡之日的居籍地的法律所规管。
 反之，涉及继承无遗嘱者的不动产的一切问题，则由物所在地法（即土地所在地的法律）所规管。

(c)
个人订立遗嘱的能力
立遗嘱人订立涉及动产的遗嘱的能力是由其居籍地的法律所规管。
 一个人订立遗嘱的个人能力取决于关乎该人本身的准则，并非取决于关乎该人的财产的准则。该等准则视乎适用的居籍法律，可包括该人的身体或精神的状况，或该人的年龄或婚姻状况。
(d)
遗嘱的有效形式
遗嘱的签立如符合该遗嘱签立之地的领域所施行的本土法律，或符合在该遗嘱签立时或立遗嘱人去世时他以其为居籍或惯常居住或是其国民的领域的本土法律，即视为正式签立。

(e)
法院对离婚案等法律程序的司法管辖权
如属下列情况，法院对进行离婚或婚姻无效的法律程序具有司法管辖权：在呈请提出当日，婚姻的任何一方以香港为居籍，或在该日之前的3年内，惯常居于香港。
 如属下列情况，法院对进行的裁判分居法律程序具有司法管辖权：在呈请提出当日，婚姻的任何一方以香港为居籍。

(f)
法院对推定死亡及婚姻解除案法律程序的司法管辖权
如属下列情况，法院对进行的推定死亡及婚姻解除的法律程序具有司法管辖权：呈请人在呈请提出当日以香港为居籍，或在该日之前的3年内，惯常居于香港。

(g)
有关婚生地位等的宣告
任何人如是以香港为居籍，可以呈请方式向法院申请判令，宣告其本人为其父母的婚生子女，或宣告其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婚姻是有效的婚姻，或宣告其本人的婚姻是有效的婚姻。

(h)
外地离婚或合法分居的承认
凡任何外地离婚或合法分居，如在有关国家提起有关法律程序之时有以下情形，则该项离婚或分居的有效性须予以承认：任何一方配偶以该国家为居籍、惯常居于该国家或是该国家的国民。

(i)
因父母嗣后结婚而确立婚生地位
凡非婚生子女的父亲嗣后与该子女的母亲结婚之日是以香港为其居籍，则该子女会获确立婚生地位。

(j)
身分的宣告
如果某人以香港为其居籍或惯常居于香港，可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宣告(1) 申请书内指明的人是或曾经是申请人的父母；(2) 申请人是其父母的婚生子女；或(3) 申请人已经成为获确立婚生地位人士。

(k)
在本司法管辖权范围外送达法律程序文件
如有以下情况，在香港将令状在本司法管辖权范围外送达是容许的：济助是针对一名其居籍是在本司法管辖权范围内或通常在该范围内居住的人而寻求的；或提出申索是为了去世时其居籍在本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的人的遗产管理。

(l)
直接应用中国法律及习俗作为香港本土法律
直接应用中国法律及习俗作为香港本土法律只限于以香港为其居籍的华人。香港法律并非在不考虑其居籍的情形下把中国法律及习俗视为所有华裔人士的属人法。单凭是华裔人士或香港的华裔居民并不足够。

有关居籍的通则
1.5
于探讨在香港断定某人的居籍的规则前，先行列出一些有关居籍的通则或许会有助我们的讨论。
1.6
首先，每个人都有一个居籍。按常规，每一个人定必有居籍。
 一个人即使可以选择更改其居籍，但不可以选择没有居籍。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定必有居籍，不论它是生来的居籍或是自选的居籍。受养人士亦定必有居籍，这个居籍若非是其所依靠的人的居籍，便是法律给予的居籍。
1.7
第二，无人可以在同一时间为了同一目的而有多于一个居籍。
 然而，在由若干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组成的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中，法规有可能会为某个目的而设定某个居籍，并为另一个目的而设定另一个居籍。举例来说，澳大利亚的《1975年家事法法令》（联邦）（Family Law Act 1975）（Commonwealth）第39(3)(b)条为离婚司法管辖权的目的，设定一个澳大利亚居籍（这个居籍与例如昆士兰州的其他各州的居籍有区别）。因此，在澳大利亚，一个人可以有两个居籍：一个是为婚姻诉讼而设定的，而另一个是为其他事宜而设定的。反之，在没有任何同等的法例下，香港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籍。
1.8
第三，一个人的现有居籍会被推定为持续，直至证明其已取得另一个新的居籍为止。
 宣称居籍已更改的人须负起证明居籍已更改的举证责任。
 推定的强弱程度视乎不同种类的居籍而有所不同，由涉及附属居籍的推定（此类推定程度最弱），以至涉及生来的居籍的推定。后者“较为持久，…… 更牢固地保有和不易舍弃。

1.9
第四，香港的法院在断定一个人的居籍时会应用香港的法律。当事人的国籍或与外国的联系可能与其居籍的断定无关。因此，香港的法院应用香港居籍法可断定某人已选定另一个司法管辖区的居籍，即使他未符合该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就居籍所订立的条件亦然。同样地，当一个人的生来的居籍是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时，该司法管辖区的居籍法律不会影响香港法院就该人是否已经选定以香港为其居籍而作的裁定。

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现行规则
1.10
讨论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现行规则，最好是以概述一个新生婴儿的居籍作为起点，继而讨论儿童的居籍以至成年人的居籍。此外，我们亦会讨论一些特别个案（例如已婚女子及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问题。就这些讨论而言，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当我们提述“区域”，我们是指一个“法律区”或某一司法管辖区（即受一个“主权国下的一套法律管治的地区”
）。
儿童的居籍
生来的居籍
1.11
藉法律的实施，每一个人在出生时都会取得生来的居籍，生来的居籍是取决于该人在出生时其有关的父或母的居籍，但不会取决于该人在何地出生或其父母在何地居住。
 生来的居籍是按以下方式断定：

(a)
婚生子女在其父亲在世时出生，以在其出生时其父亲的居籍所在的区域为生来的居籍；

(b)
婚生子女在其父亲死后出生
 或非婚生子女，以在其出生时其母亲的居籍所在的区域为生来的居籍；

(c)
弃儿以其在被拾获的区域为其生来的居籍。

1.12
在其父母离婚后始出生的婚生子女的生来的居籍是未完全明确的。有论者认为该婚生子女应具有其母亲在他出生时的居籍。
 凡父母在子女出生时并非离婚，而仅是分居，则该子女的生来的居籍就会是其父亲的居籍。

1.13
经过领养、
 获确立婚生地位或父母居籍的更改后，儿童的居籍或会有所改变。在获确立婚生地位或父母居籍的更改的情况下，儿童的新居籍指的是附属居籍，而非指生来的居籍。
 正如本章较后时所讨论，重要之处在于生来的居籍是可以在儿童有生之年随时恢复，而附属居籍则不能如此。
1.14
生来的居籍可以恢复是它的其中一个特色。生来的居籍是法律创造的事物。它伴随儿童的一生，即使他们已成年并已取得自选的居籍亦然。在那时候，他们的生来的居籍暂时搁置，但当他们放弃已选取的自选的居籍而不代以另一新的自选的居籍时，其生来的居籍便会即时恢复。

儿童的附属居籍
1.15
一般来说，受养人士的居籍是与他在法律上依靠的人的居籍相同，亦随该人的居籍更改而更改。就居籍法律而言，儿童被视为受养人士。其他受养人士计有已婚女子及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
 受养人不能藉其作为取得自选的居籍。
1.16
未满十八岁受养儿童的附属居籍
 按以下方式断定：
(a)
婚生子女的居籍在其父亲有生之年与其父亲的居籍相同，亦随其父亲的居籍更改而更改；

(b)
非婚生子女或其父亲已死的儿童的居籍与其母亲的居籍相同，亦大致上
 随其母亲的居籍
 更改而更改；
(c)
如获确立婚生地位是由于子女的父母结婚所致，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的居籍从获确立婚生地位之时起，在其父亲有生之年，与其父亲的居籍相同，亦随其父亲的居籍更改而更改；
 在获确立婚生地位之前或在其父亲死后，子女的居籍则取决于如以上(b)段所说其母亲的居籍；
(d)
没有在生父母的婚生子女或没有在生父母的获确立婚生地位子女的居籍，以及没有在生母亲（而虽然有在生父亲）的非婚生子女的居籍，很可能不可以更改；而没有在生父母的儿童的居籍能否由其监护人予以更改亦有疑问。

1.17
如果非婚生子女的母亲或无父的婚生子女的母亲更改居籍，她也可一并选择更改其子女的居籍。在Re Beaumont 一案，
 法院裁定案中寡妇再婚而获取新的附属居籍，但并不会仅因此而影响其子女的居籍：
“幼年人的居籍…… 可跟随其母亲的居籍更改而更改，但这不应视为其母亲居籍的更改的必然结果，而应视为该母亲是为幼年子女的福利而行使获赋予的权力的结果。为了子女的利益，她可以不行使这项权力，即使她更改了自己的居籍亦然。”

凡非婚生子女或无父的婚生子女的母亲取得一个新的自选的居籍，但留下其子女在先前居籍所在的区域，则可视她已放弃行使更改其子女的居籍的权力。

1.18
没有案例谈及有关被领养子女的情况。《领养条例》（第290章）第13条就领养令的效力订定条文。领养令一经作出，某些涉及被领养子女的权利、职责及义务便由亲生父母转移至领养父母。此等各项不同的权利及职责胪列于该条例的第13条。
 从该条的措词可明确知道，此等权利及职责并非无所不包，而仅限于涉及该子女日后的管养、赡养及教育的权利及职责（包括委任监护人以便对婚姻表示同意或发出反对通知的一切权利）。在Xie Xiaoyi & 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一案，
 上诉法院一致裁定第13条所涵盖的范围有限，而且不把被领养的子女视为领养父母婚生的子女：
“因此，总括而言，《领养条例》的条文涵盖范围有限。它们并非扩展至把被领养子女在法律上一概视为领养父母的婚生子女。在这方面，香港的领养法律看来保持不变，仍然以英格兰的《1950年领养法令》（Adoption Act 1950）为蓝本。该法令是半世纪前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有关法律。反之，英格兰的《1976年领养法令》在第39条订立条文，其作用是把‘在法律上’的子女视为‘婚生的子女’。……
因此，领养的本质正如香港法律所认许的，给予被领养子女一些权利，而这些权利绝不如香港法例在相若于联合王国现行法例时那么广泛。”

1.19
因此，第13条是否涵盖被领养子女的居籍这问题仍未有定论。然而，有论者认为，
 在原则上可以合理地说，在领养父或母有生之年，被领养子女的居籍与该领养父或母的居籍相同，亦随该领养父或母的居籍更改而更改。
1.20
有观点认为儿童被遗弃或自立时会使其有能力取得居籍，但这个观点未有案例支持。
 一个人若不再受扶养，便继续会以其最后的附属居籍所在的区域为居籍。儿童在年满18岁时，便会保留他现有的附属居籍作为自选的居籍，
 即使他现时已有法定能力去更改居籍亦然。
成年人的居籍
1.21
按照《成年岁数（有关条文）条例》（第410章）的规定，一个人年满18岁，就大部分目的而言，即届成年。
 一个人在年满十八岁时，继续以其在紧接年满18岁前的居籍所在的区域为居籍。
 他如果放弃该居籍，便会取得一个自选的居籍，或其暂时搁置的生来的居籍便会恢复。
 第410章于1990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而先前的成年岁数（21岁）仍然适用于在该日以前发生的事情。
自选的居籍
1.22
当一个人离开其故乡，且无返回之意，其生来的居籍仍会持续，直至其取得自选的居籍为止。
 一个人可以藉在某一区域居住和意图在该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而取得自选的居籍。除此以外，便不能以其他方式取得自选的居籍。单凭在某地居住而没有意图并不足够，而这个意图必须藉实际在该地居住予以证明。
1.23
在某地“居住”看来仅指实际身处某地而已，但这不包括“偶然地或以旅客身分”身处某地的情况。
 在某地“居住”必须是“以该地居民身分”实际身处该地。
 除此以外，居住是可以在没有意图的情况下获得确立。
 居住期的长短本身并非决定性的，这个因素只是在作为定居意图（即永久或无限期居住之意图）的证据时具有重要性。
 居住期不必长久。
 居住数天，
 或甚至较此更短的期间，
 也可能已足够。
1.24
所需“意图”是指永久或无限期地在某区域居住。
 居住必须具一般性，而对未来亦没有明确的打算，也非只在某一个有限期间或只为某个目的而居住。
 居住意图必须是专指在某区域居住的意图。
 居住意图本质上不一定是不可撤销的，
 也不必是为了取得居籍而有的。
 居住意图即使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现亦已足够：在某区域居住而没有意图返回先前的居籍所在的区域或其他区域。
 因为偶然事件而移居另一区域会视乎该偶然事件的性质而有不同的后果。如果该事件不大可能发生（例如发财致富），
 则便不足以有损当事人在其居住的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的意图。然而，如果该事件是明显地可预见的或合理地可预期的（例如雇佣合约的终止），
 当事人就不能确立他在居住的区域所需的居住意图。
1.25
在裁定某人是否以某区域为其自选的居籍时，必须考虑任何能证明该人的居住状况或该人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在该区域居住的事实，
 但没有任何事实可视为所需居住意图是否存在的必定准则。某项事实在某一个案中可以视为相关的，但在另一个案中也可能被视为毫无关连的。

自选的居籍的放弃
1.26
一个人可藉不再居住在有关区域并且不再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在该区域而放弃自选的居籍，但不可藉其他方式放弃自选的居籍。
 单凭放弃居住
 或放弃居住之意图
 不会令致当事人放弃自选的居籍。就意图而言，证明当事人没有意图继续居住便已足够，而毋须证明有不返回的确切意图。
 然而，单凭不满意自选的居籍所在的区域并不足够。
 当事人可单单放弃居住，而不必单靠抵达另一区域作为证明。

生来的居籍的恢复
1.27
一个人在放弃其附属居籍或自选的居籍时，可能取得另一新的自选的居籍。要不，他可单单放弃其附属居籍或自选的居籍而不在另一区域居住。在这情况下，其生来的居籍便会恢复，
 不论他身在何地或日后的计划如何亦然。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
1.28
就居籍法律而言，已婚女子是受养人士。因此，她不能藉自己的行动取得自选的居籍；
 她的居籍取决于她丈夫的。如果她未成年，她的居籍取决于她丈夫的而不是她父亲的。换言之，已婚女子的居籍与其丈夫的居籍相同，亦随其丈夫的居籍更改而更改。即使夫妇二人分开居住于不同区域
（无论这是否按照正式的分居协议
 而作的），此规则也会适用。另外，尽管妻子已取得裁判分居令，此规则亦都适用。
 如果婚姻从开始时已告无效，则该女子仍然有能力取得她自选的居籍。
 然而，如果婚姻开始时是有效或存续的（即可使无效的婚姻），则该女子的居籍便跟随其丈夫的，直至婚姻被废止为止。

1.29
一个人不再是受养人时便会继续以其最后的附属居籍所在区域为其居籍。就已婚女子而言，她便会保留其现时的附属居籍作为她的自选的居籍，即使在她取得法定能力作更改之后亦然。已婚女子的受养人身分在她丈夫死后或在获颁离婚判令后便完结，但她仍继续以其最后的附属居籍所在区域为其居籍，直至她取得一个不同的自选的居籍为止。这个更改可以是因她在受养期间所作的作为而致的。因此，已婚女子如在受养期间居住于她丈夫的居籍所在区域以外的某区域，可于其受养人的身分完结后即以该某区域为其新居籍。

1.30
在香港，已婚女子可以就某些有限的目的而享有独立的居籍。《婚姻诉讼条例》（第179章）第11C条规定，在确定已婚女子的居籍时“须参照适用于任何其他能够有独立居籍的个别人士的因素”，而非仅跟从其丈夫的居籍。然而，此项条文只适用于为施行第179章第II部（即法院对离婚案、婚姻无效案及裁判分居案等的司法管辖权）。一般而言，已婚女子的居籍仍然依从其丈夫的居籍。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附属居籍

1.31
虽然第4章所讨论的不同司法管辖区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语，但我们实质上是提述同一类人，即是由于精神状况而不能运用其意志的人。不是任何人患上任何获认许的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种类时即被视为“受养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是否为独立的人因而可以更改其居籍是一个事实问题。
 问题在于他是否有能力作出永久或无限期地以某一区域为家所需的意图。因此，就居籍法律而言，把行为能力的问题与使用强制性拘留或监护权连系起来，这样做看似不当。

1.32
大原则是就居籍法律而言，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被视为受养人，不能藉自己的行动取得自选的居籍，但保有他在法律上最初被视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时所具有的居籍，只要他维持在该状况便一直被视为如此。
 原因是自选的居籍之取得和放弃必须出于意愿，而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是“无能力运用其意志”的。

1.33
然而，这原则是有例外的情况。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不论是天生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或是在其作为受养子女时变成如此，其居籍会在其仍然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期间，按其犹如持续为受养子女一样而断定。

举证责任和举证准则
1.34
指称居籍已更改的人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居籍已更改。生来的居籍是较为持久的，而要证明某人已放弃其生来的居籍比起要证明已放弃其自选的居籍较为困难。
 如果由生来的居籍更改为自选的居籍，早期的案例显示举证准则比起其他民事案件所应用的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较为繁苛；“居住”及“意图”的要素必须证明至“完全清晰及令人满意”
 或“超出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然而，近期的案例
 宁取相对可能性的衡量作为举证准则。情况看来仍未明确。
第2章
现行法律当中的不妥善之处
2.1
在本章，我们会讨论上一章论及的现行居籍法律当中的不妥善之处。我们按次序首先讨论新生婴儿的居籍，继而讨论儿童及成年人的居籍。其后，我们会讨论一些特别例子，例如已婚女子及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以及举证的准则和在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的居籍问题。
儿童的居籍
生来的居籍
2.2
正如在上一章所讨论，断定儿童的居籍涉及两套概念和规则：(a) 生来的居籍—— 决定出生时的居籍；及(b) 附属居籍—— 决定儿童期的居籍。存疑的是分别有两套概念和规则是否有必要或是否有利。
2.3
藉法律的实施，每个人在出生时都会获给予一个生来的居籍。这显示出该人在出生时其有关的父或母的居籍。就这方面来说，儿童的出生地或其父母的居住地是毫无关系的。因此，即使家庭中只有很少成员实际曾在他们的居籍所在的区域居住，同一生来的居籍亦能代代相传。
例子
甲（生来的居籍在英格兰）去了印度，并在该国育有一名婚生儿子乙。乙在印度居住期间育有一名婚生儿子丙。丙在印度居住期间亦育有一名婚生儿子丁。甲、乙及丙拟于60岁退休时返回英格兰，但他们在未届60岁时全部死于印度。丁虽然从未居于英格兰，但其生来的居籍依然是英格兰。

2.4
此外，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概念备受批评。
 支持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概念的理据在于如果当事人未能确立他与另一地方有相当联系，则他在出生时的居籍所在的区域便是最适当的居籍。然而，当事人如果与出生时的居籍所在区域没有密切联系，则会有问题。当事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居籍在某区域，但他与这区域只有过时的或些微的联系，甚至他从未造访过这区域。
例子
(1)
甲的生来的居籍是英格兰。他在1947年移居美国，并在1953年归化为美国公民和以纽约为自选的居籍。1960年，甲移居德国但没有失去他的自选的居籍。他在1967年决定在英格兰永久居留，但他于1972年才返回英格兰。法院裁定即使甲在20年前已离开英格兰，亦未亲身返回该地居住，其生来的居籍于1967年恢复。
 当甲在离开自选的居籍所在区域多年后并且打算前去英格兰而不返回美国之时，他在英格兰的生来的居籍便自动恢复。
(2)
乙在新西兰出生，其父母皆以香港为居籍。乙在出生时取得在香港的生来的居籍。他一直在新西兰居住，并在年届成年时取得当地的自选的居籍。在50岁时，他离开新西兰，打算永久在澳大利亚定居，因此放弃了他的自选的居籍。乙在抵达澳大利亚不久，尚未决定在澳大利亚哪一个州份定居，便在一宗汽车意外中死去。由于乙已放弃新西兰的自选的居籍而没有取得新的居籍，其香港的生来的居籍便会恢复（即使他从未到过香港亦然）。
2.5
此外，就生来的居籍而言，尚有一些事情仍未解决。首先，即使一般人接受弃儿的生来的居籍应该是在其被拾获的区域，但未有案例谈及此事。
 第二，正如在第1章所讨论，由于不能确定《领养条例》（第290章）第13条会否涵盖被领养子女的居籍，因此被领养子女的生来的居籍问题也未明确。
 在Xie Xiaoyi & 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一案，
 上诉法院一致裁定第13条所涵盖的范围有限，并不把被领养子女视为领养父母的婚生子女。第三，在父母离婚后才出生的婚生子女的情况仍不明确。有论者认为子女应以在其出生时其母亲的居籍为居籍。
 第四，即使一般人认为遗腹子女应以在其出生时其母亲的居籍为居籍，但未有案例谈及此事。

附属居籍
2.6
断定儿童的附属居籍的规则就儿童是婚生或非婚生子女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婚生子女的附属居籍依从其父亲的居籍，而非婚生子女的居籍则依从其母亲的。即使这条规则会导致一些奇怪的结果，但这规则是早已确立的。举例来说，如果婚生子女的父母分开居住，而子女与母亲在英格兰住在一起，并没有与香港的父亲同住，则子女的居籍仍然依从父亲的居籍。在原则上很难有充分理由支持为何儿童的居籍须取决于其父母是否已结婚。巴特．雷斯奥拉（Bart Rwezaura）曾说：
“居籍的主要功能是在个人与某一特定的法律制度之间确立一段关系。首要的考虑是儿童应取得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大抵与其同住的）父或母的居籍。或许有人认为，正当法律已作修订以消除大部分儿童因其父母是否已婚而做成的法律上的分野，则居籍法律亦应据此作出修订以反映这个政策。”

2.7
如果儿童的父母已去世，或者儿童寄养在别人家中又或由地方当局照顾，现行法律的另一问题在于不能圆满地处理这些情况。在前者的情况，儿童的附属居籍会被冻结（即不能更改从父母所得的附属居籍）。在后者的情况，即使儿童是由地方当局照顾或与第三者同住（根据法院命令或私人安排），其居籍会继续依从其父或母的居籍。
例子
乙和父母由香港移居新南威尔士州。乙的附属居籍依从父母居籍的更改而更改为新南威尔士州。他的父母其后死于新南威尔士州，而乙则返回香港由亲戚抚养。尽管乙没有返回新南威尔士州，亦没有与该州进一步联系，他的居籍依然在新南威尔士州，直至他在年届成年时取得自选的居籍为止。
2.8
非婚生子女的居籍以及无父的婚生子女的居籍取决于其母亲的居籍。母亲如果在更改自己的居籍时，也可更改其子女的居籍。
 子女居籍的更改可以“是〔其母亲〕为幼年子女的福利而行使赋予的权力的结果。即使她更改了自己的居籍，但为了子女的利益，她可以不行使这项权力。”

例子
两名非婚生子女（乙和丙）与母亲在香港同住。其后，以香港为居籍的母亲与乙同往新西兰，而把丙交予香港的亲戚照顾。她后来与一名以新西兰为居籍的男子结婚。该母亲取得新西兰的居籍，而乙也取得该国的居籍，但另一名子女丙依然以香港为其居籍。
2.9
一些涉及儿童的附属居籍的事情仍未明确。首先，仍未有案例谈及获确立婚生地位子女的居籍的状况，但有论者认为其居籍应依从其父亲的居籍，并随其父亲的居籍更改而更改。
 第二，由于《领养条例》（第290章）第13条会否处理领养子女居籍问题仍未有定案，
 领养子女的居籍尚未能确定。第三，如果儿童的父母不在生，其监护人能否更改其居籍这一点仍未明确。有论者认为，
 在该等情况下，有关居籍是不能更改的，而这观点同样适用于没有在生母亲（但有在生父亲）的非婚生子女的居籍。
成年人的居籍
自选的居籍
2.10
对于取得自选的居籍的规则，主要批评如下：
(a)
它们是随意的：当事人的现行居籍在其与有关区域的联系已经完结后很久仍然持续；
(b)
它们亦令结果难以确定：要确定一个人的意图存在固有的困难，因此很难决定他的居籍。
2.11
有多个因素加起来令致难以确立新的自选的居籍。首先，指称居籍已更改的人须承担证明居籍已更改的举证责任。第二，从生来的居籍改为自选的居籍可能需要较相对可能性的衡量更高的举证准则。
 第三，所需的“意图”是在某一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而证明此点的举证责任是繁苛的。第四，要证明一个人的意图存在固有的困难，尤其在该人已死之后。阿特金森大法官（Lord Atkinson）
 指出，当事人的品味、习惯、行为、行动、抱负、健康、希望及计划等全部均是相关因素。金德斯利副大法官（Kindersley VC）
 亦指出，在考虑一个人是否有意图去更改其居籍时不应忽略考虑在其一生中的任何作为或情况，不论如何微不足道的也应考虑。
2.12
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所衍生的问题可由以下的见解总结：
“审讯很可能需时甚久而且费用昂贵；因为要查究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所以就算是琐事的证据也是相关的。此外，在缺乏管辖法院作出任何决定的情况下，要在居籍事情上取得确定性自有困难，而这对于很多人在订立遗嘱时或在其他需要知道哪一个是适用法律制度的情况时造成严重不便。执业者由于不能预知有关事实在法官心目中会有何影响，因此可能会觉得没有信心向其当事人提供意见。”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
2.13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适用于香港。该公约第15(4)条规定缔约国“须在涉及…… 自由选择居留地及居籍的法律方面，给予男性及女性同等权利”。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认为：“成年女子，不论其婚姻状况，应可自主更改居籍，如同可自主更改国籍一样”。
 委员会亦建议缔约国“在有必要遵从该公约时（尤其是要遵从〔第15条〕）……，应制定和执行法例”。
 因此，关于已婚女子居籍的普通法规则违反了第15(4)条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2.14
这项普通法规则是否符合《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83章）和《基本法》的规定亦令人怀疑。第383章第8条下的第二十二条（等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
（下称“国际公约”）规定：
“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应受法律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此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护，以防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主张、民族本源或社会阶级、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视。”
2.15
《基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国际公约》继续在香港有效，以及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上述《国际公约》继续在香港有效的规定扺触。《基本法》第二十五条明文述明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至于有关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的普通法规则能否符合《基本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则未有案例说明。但在JW v JW 一案，
 爱尔兰最高法院裁定这普通法规则不符合爱尔兰宪法内
 与《基本法》第二十五条相若的一条条文的规定。然而，《基本法》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触外，予以保留。因此，这可能意味着关乎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的普通法规则已遭废除。
2.16
不论夫妇二人是否按照正式分居协议而在不同国家长期分开居住，有关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的规则仍然适用。
 在Re Scullard 一案，
 夫妇二人已分开居住45年，而其中约30年是在不同国家居住的，法院裁定该规则依然适用。丹克沃茨法官（Danckwerts J）说：“〔在其他地方永久居住〕的意图事实上已经确立…… 但关乎妻子居籍的法律使其在法律上不能生效”。
 即使妻子已取得裁判分居令，该项规则仍然适用。
 克兰沃思大法官（Lord Cranworth）在Dolphin v Robins 一案中，表示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受到限制：

“…… 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即使没有裁判分居，有关通则亦不会适用，例如丈夫已宣誓离开本国、已遗弃其妻子和已在外国永久定居，或已干犯重罪和被流放。”

2.17
因此，这规则长久以来备受批评并不为奇。它反映出“往昔的社会状况及看法……〔和造成〕实务上的严重不便”。
 丹宁大法官（Lord Denning）解释，
 在英格兰法律中有一个古老的观念是“夫妻二人共为一体，丈夫则为该体”。除了居籍法律外，几乎所有各门法律均已弃用这规则。丹宁大法官指出这是“奴役妻子的最后鄙俗遗风”。巴特．雷斯奥拉附和这观点：
“已婚女子应享有独立居籍的权利，这不仅是为了离婚，也为了所有其他目的。此说并无夸大。因此，我们希望把‘这个奴役妻子的鄙俗遗风’尽快从香港法律中除去。”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附属居籍
2.18
现行法律的效果是把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在其开始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时冻结起来，即使其后情况有变（例如他以另一区域永久为家）亦然。
例子
甲以香港为居籍，变成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并被送往英格兰。即使甲在英格兰居住多年，只要他依然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他的香港居籍便会持续不变。
2.19
如果一个人天生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或在作为受养子女期间变成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他的附属居籍在他依然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期间会持续，这是现行法律的效果。就算他不再与家人同住，或他的父母不再负上照顾他的法律责任，情况也是一样。
例子
乙是婚生子女，以新西兰为生来的居籍，变成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在她父亲死后，她的母亲在乙13岁时把她送往苏格兰一所院舍。乙在29岁时依然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她母亲当时与一名以英格兰为居籍的男子结婚。她母亲因此取得英格兰的居籍。没有证据显示乙的母亲意图去更改乙的居籍。即使乙在16年前已离开新西兰，乙依然以该国为居籍。

举证责任和举证准则
2.20
正如在第1章所讨论，有论者认为要证明生来的居籍已更改为自选的居籍的举证责任，是较在其他民事案中应用的相对可能性的衡量更为繁苛。
 实际情况仍未明确。有论者认为生来的居籍不轻易改变的特性是有历史原因的。威廉．宾奇（William Binchy）指出：
“在一个世纪以前，即居籍原则的形成期间，英格兰法院认为生来的居籍在英格兰的人不会热衷放弃以英格兰为居籍，这可能是造成较为困难放弃生来的居籍的原因。这推断也许正确，因为在英帝国主义的颠峰期，英国控制了世界各国。殖民者经常把子女送回英国接受教育和回国退休，这种行为模式支持了生来的居籍不易舍弃的看法。”

2.21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支持这个观点：
“生来的居籍不轻易改变的特性看来是由于把它所在的区域等同当事人的祖国或本国，以及宣称的移居外地者的合理期望：他们的期望是他们的私人和家庭生活继续受本国法律所规管，纵使他们长期在外地生活。有人认为在诸如Winans v Attorney General 及Ramsay 等案件所展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看法，是对现已消失的帝国的要求的直接回应以及对帝国及殖民地雇员和同行商人想保留联合王国居籍的愿望的直接回应，这些看法现今已不合时宜。”

2.22
生来的居籍不轻易改变的特性，其原因与香港现时的情况扯不上任何关系。因此，很难有充分的理由支持由生来的居籍更改为自选的居籍时须采用较诸由自选的居籍更改为另一自选的居籍时更高的举证准则。
在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的居籍
2.23
正如在第1章所讨论，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或复合国家如联合王国是由多于一个“区域”组成（前者由曼安托巴、安大略等多个省组成，而后者则由英格兰、苏格兰等地区组成）。就居籍而言，国家本身（加拿大或联合王国）不算是一个“区域”。因此，前往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的人只会在该国其中一个“区域”居住并有意永久或无限期地在当地居住时，才会取得新的居籍。这样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
例子
(1)
以香港为生来的居籍的甲离开香港，意图永久在澳大利亚定居。他在悉尼停留数月，但在决定在哪一个城市定居前在一宗汽车交通意外中死去。在这情况下，他去世时以香港作为其居籍。
(2)
以香港为生来的居籍的乙于两岁时去了新加坡，其后取得新西兰的自选的居籍。在60岁时，他移居澳大利亚，意图在该国永久定居，但尚未决定以哪一个城市为家。他在抵达澳大利亚后不久便死去。由于他已放弃其新西兰居籍而没有取得新的居籍，他的香港的生来的居籍便恢复，即使他从未返回香港和自两岁起便与香港没有进一步联系亦然。
第3章
应否保留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
3.1
在上一章，我们提出在现行法律下与断定一个人的居籍有关的各种问题。此时或许是时候指出为了把一个人与某个法律制度连结起来，香港亦使用其他连结因素。我们会在本章讨论这些连结因素，并探讨在香港这些连结因素中是否有些应取代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
其他常见的连结因素
3.2
除居籍外，较常见的连结因素有惯常居住、国籍及通常居住。我们亦会讨论永久居留及居留权作为可供选择的方案。
惯常居住
3.3
惯常居住的概念会在一些情况下被应用，这些情况包括：(a) 裁定遗嘱的正式有效性；
 (b) 裁定法院对离婚及婚姻无效案的司法管辖权；
 (c) 裁定法院对推定死亡案的司法管辖权；
 (d) 外地离婚或合法分居的承认；
 及(e) 某人身分的宣告。

3.4
“惯常居住”一词获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采用。当局刻意不对该词作出定义，
 并不把该词给予人为的定义，而按照该词的一般及惯常的涵义予以诠释。英格兰上诉法院强调，惯常居住基本上是一个事实问题并须参考每宗个案的情况而决定。
 然而，惯常居住必须与纯粹居住加以区别，“惯常”一词指有某种特质的居住，而非指其时间长短。
国籍
3.5
在香港，国籍在某些情况亦被应用作为连结因素：例如裁定遗嘱的正式有效性
 和外地离婚或合法分居的承认
。
3.6
直至十九世纪初，居籍普遍被视为决定当事人的属人法的基础。
 在1804年，法国的《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eon）由居籍转移至国籍，此举创了欧洲大陆的先河。其后，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及荷兰等国相继采用法国法典中有关的条文。欧洲大陆各国由侧重居籍转移至侧重国籍，真正的催化剂是意大利的《民法典》（Civil Code）。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各国的法典陆续把国籍取代居籍。国籍这概念的运用其后扩散至日本及一些南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大陆法系传统上使用国籍作为主要的连结因素。
通常居住
3.7
通常居住这个概念作为连结因素可见于不同的情况，其中包括：(a) 作为提交破产呈请的条件；
 (b) 作为作出禁止债务人离开香港的命令的条件；
 及(c) 作为有权根据《巴黎公约》获得作为驰名商标的保护的先决条件。

3.8
有意见认为，在一些情况下通常居住不外乎也是居住而已。
 有论者认为更佳的看法是“通常”一词附加了一些涵义：它意味着持续不断、有秩序或已确定的目的。
 对于惯常居住与通常居住之间的关系，亦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案例显示惯常居住比较通常居住有“更多的意思”，
 但所谓“更多的意思”是难以捉摸的。然而，法院曾裁定两者并无实质分别。
 另外，亦有论者认为惯常居住与通常居住这两个概念皆有“同一核心意思”。
 在Ikimi v Ikimi 一案，
 上诉法院裁定在家事法的法例方面，两个概念必然是同义的。
永久居留与居留权
3.9
《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界定享有香港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的类别。这是一个为人熟知而重要的概念。有人可能会问为何这不应取代居籍作为连结因素。然而，居留权是用作决定一个人在公法方面的身分，而居籍则用作决定一个人的私法或属人法。然而，一个人如何或何时成为永久性居民是香港特有的。举例来说，有人可能要求香港法院就三十年前在古巴举行婚礼的瑞士国民，裁定适用于他们的属人法。至于香港的法律如何裁定居留权，则与该问题关系不大。
其他司法管辖区考虑过的改革建议
3.10
英联邦司法管辖区其中一个最小的司法管辖区瑙鲁创先把惯常居住取代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
 爱尔兰法律改革委员会（Irish Law Reform Commission）在其1983年发表的居籍报告书内建议作出同样的更改。
 反之，英格兰、苏格兰及南非的法律改革委员会全都建议保留居籍这概念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
3.11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English and Scottish Law Commissions）在其1987年联合发表的报告书内，列出使用惯常居住及国籍作为连结因素的优点及缺点。
 按照该两个委员会所说，惯常居住比起居籍有如下优点：
(1)
它通常较居籍更易确立，因为它较少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图；
(2)
它较易为一般人理解；及
(3)
它直接适用于所有人士（包括儿童）而毋须额外借助例如附属居籍等概念。
3.12
然而，惯常居住这个概念亦有一些缺点：
(1)
一个人与其惯常居住地的联系的密切程度未必足以作为强烈支持他的民事身分及事务按照该地法律来断定的充分理由。

(2)
惯常居住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相对来说尚未发展。这个概念尤其在以下各方面有不确定之处：
(i)
在断定居住是否为惯常居住时意图的重要性；
(ii)
居住期必须持续多久才算是惯常居住；
(iii)
如果一个人有多于一个惯常居住地或没有任何惯常居住地时，情况又如何。
一些特别的法例条文或须制定以解决这些不确定之处，但这样做便会有损这个概念的简单性。这个特性正是其声称的优点之一。
3.13
该两个法律委员会亦分析了国籍胜于居籍的优点：
(1)
国籍的概念较易为一般人理解。
(2)
它提供了某程度的确定性，因它较易确定和证明，理由是国籍的更改是一种公开及自觉而有纪录的作为，这涉及入籍或结婚而带来新国籍。这比起一个人的意图更易断定。
(3)
新国籍之取得涉及当事人及有关国家双方之同意，因此，由新国籍带来的联系受被影响人士批评的机会可能较低。
3.14
然而，该两个法律委员会认为由国籍取代居籍会有一些缺点：
(1)
需要额外订立一些规则以处理无国籍或具有多于一个国籍的人士。在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单凭国籍这一点不会显示当事人应与该国当中哪一个司法管辖区具有联系。
(2)
国籍作为连结因素，可使当事人与一个他从未到访的国家具有联系，理由是国籍并非取决于居住这因素。
(3)
国籍作为连结因素，可在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把他冒生命危险要逃离的国家的法律适用于他身上。
尽管爱尔兰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居籍应被惯常居住取代，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并不支持联合王国这样做。该两个法律委员会觉得国籍不会如惯常居住般对暂居的外国人有那么不利的影响。不过，他们总结认为，基于他们所指出的惯常居住及国籍的缺点，居籍应予保留作为连结因素，但应按他们的报告书所建议的方式予以修订。
3.15
南非法律委员会在其1990年的报告书
 亦考虑能否用国籍或惯常居住取代居籍。在该报告书列出的这两个选择的优点及缺点与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报告书所提出的相若。南非法律委员会认为，用其他连结因素代替居籍是一个急进的做法。该委员会认为，未有令人信服的论点指出这种做法会带来好处多于坏处。因此，该委员会建议应保留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
3.16
反之，爱尔兰法律改革委员会在其“讨论并不深入”
 的报告书内建议惯常居住应取代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然而，该委员会的建议仍有待落实。
结论
3.17
我们已详细考虑过其他法律改革机构指出的用国籍或惯常居住的概念取代居籍这做法的优点及缺点。其中一些缺点对香港的影响尤其强烈。举例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四个法律区，这意味在很多情况下使用国籍（去取代居籍）并不可行，除非进一步推敲这概念而使其能够识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四个分立的法律区则另作别论。要做到这样，可以采用两个阶段的模式：即(1) 国籍及(2) 惯常居住。因此，法院可选择采用香港法律处理在香港居住的中国国民，而选择采用内地法律处理例如在上海居住的中国国民。然而，这个模式看来会把国籍及惯常居住两者的缺点完全一并浮现。反之，如果采用惯常居住作为连结因素，则会意味对于在内地居住和工作一段颇长而非永久期间的香港人而言，他们的属人法可能会是内地法律。在这情况下，当事人的属人法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反映出当事人普遍认为是他们永久为家之地。此外，现今世界人口流动频繁，这意味着采用惯常居住作为验证标准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当事人的属人法会过分容易改变。采用惯常居住或国籍的概念以取代居籍或会带来古怪的结果，这不一定是最恰当的。
3.18
我们注意到我们以上所讨论由海外的法律改革机构所拟备的报告书中，无一考虑以通常居住作为取代居籍的另一个可能选择。通常居住没有其他连结因素那么常用，并且有独有的缺点。举例来说，当事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具有多于一个通常居住地。通常居住地容易确定或更改这个特性亦有缺点，它可以引致混乱和不确定性。
3.19
现代社会流动性大，商人及其他行业的人士须离开本国工作是全球的大趋势，因此有必要采纳一个使到人们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法律背景去处理他们的家事的概念，而不是要一个令致人们的民事身分及权利随转往不同地方而变化不定的概念，我们感受到这个论据的说服力。
 我们在衡量过采用其他连结因素的意见后，认为居籍这个概念在确定哪一个法律制度应规管某人的民事身分及其他个人事务方面更为恰当。这个概念把当事人与他的家所在的区域联系起来。虽然居籍以外的其他连结因素亦可在特定个案中作为替换或补充的连结因素，我们认为应保留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然而，基于第2章所列出与断定一个人的居籍有关的现行规则之各种问题，这些规则显然需要作出修改。我们会在本谘询文件的较后部分，就我们认为应如何修改这些规则以消除现行法律的毛病作出建议。
建议1
应保留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但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现行规则应按本谘询文件的建议作出修改。
第4章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改革的选择方案和建议
4.1
我们在上一章建议保留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并建议改革有关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规则。在本章，我们将会探讨一些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情况，然后才提出法律改革的选择方案和作出建议。附件1是一个对照表，该表列出我们在本章讨论过各个司法管辖区关于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规则。我们会按先前各章所采用的次序，按序讨论新生婴儿、儿童和成年人的居籍问题。
儿童的居籍
澳大利亚
4.2
在澳大利亚，各州份及地区所应用的法例大致相若。所有州份、
 北领土
 及联邦
 制定的各条《居籍法令》（Domicile Act）采用几乎完全相同的用语。该等《居籍法令》整体来说，虽然显著地改变了普通法，但并未完全取代普通法。如果须断定居籍的相关时间是在1982年7月1日或该日之后，
 居籍将会按照该等《居籍法令》（连同普通法）予以断定。另一方面，如果须断定居籍的有关时间是在1982年7月1日之前，居籍只会按照普通法予以断定。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本谘询文件只参考联邦的《1982年联邦居籍法令》（The Commonwealth “Domicile Act 1982”）。
4.3
澳大利亚关乎生来的居籍的普通法规则是与香港现行的规则相若：
(a)
在其父亲在世时出生的婚生子女，以其出生时其父亲的居籍所在地为生来的居籍；

(b)
非婚生子女或在其父亲死后出生的婚生子女，以其出生时其母亲的居籍所在地为生来的居籍
（但注意大致相若的关乎儿童身分事宜的法例的影响
）；
(c)
父母资料不详的儿童（例如弃儿）的生来的居籍在其被拾获的区域。

4.4
如果须断定居籍的相关时间是在1982年7月1日或该日之后而父母乃共同居住，这些规则便继续适用。另一方面，如果儿童主要与双亲中的其中一人共住，而双亲中的另一人分开居住或已死，儿童的居籍便是首述父或母的居籍。
 此外，被两名领养父母领养的儿童的居籍犹如他是该两名父母的婚生子女所拥有的居籍一样。
 如果只有一名领养父或母，该名儿童便会拥有该名父或母的居籍。
 如果领养被撤销，该儿童的居籍便会按照撤销领养的命令予以断定，而如果命令内没有作出这项规定时，则视作没有领养论。

4.5
澳大利亚关乎儿童的附属居籍的规则大致上是与香港的相同：
(a)
婚生子女的居籍在其父亲有生之年与其父亲的居籍相同，亦随其父亲的居籍更改而更改；

(b)
非婚生子女的居籍，或其父亲已死的儿童的居籍与其母亲的居籍相同，亦大致上
 随其母亲的居籍更改而更改（但注意以上讨论的可能影响到儿童身分的法例）。
4.6
如果须断定附属居籍的相关时间是在1982年7月1日或该日之后，这些规则可能需要有所变动。如果儿童的父母居住在一起，这些规则仍会适用。正如生来的居籍的情况一样，如果儿童主要与双亲中的其中一人共住，而双亲中的另一人分开居住或已死，儿童的居籍便是首述父或母的居籍。
 儿童的居籍其后会随该父或母的居籍更改而更改，即使该儿童后来与第三者一同居住亦然。
 该儿童的居籍会依从首述父或母的居籍，直至该儿童主要与另一名父或母居住为止，或直至其父母恢复共同或开始共同居住为止。
 如果首述父或母去世，该父或母的最后居籍会持续作为该儿童的居籍，直至该儿童与尚存的父或母（如有的话）共同居住为止，或直至该儿童在成年后取得自己的居籍为止。
 正如在生来的居籍的个案一样，被两名领养父母领养的儿童的居籍犹如他是该两名父母的婚生子女所拥有的居籍一样。

加拿大
4.7
在加拿大，只有曼安托巴省订立规管居籍的概括性法例：《1983年居籍与惯常居住地法令》。在其他省份及地区，普通法和一些零散的法例规管如何断定一个人的居籍。我们随后的讨论将会集中讨论曼安托巴省的1983年法令。就曼安托巴省的法律而言，1983年法令将居籍法律及其他法律编纂为成文法则，并大致上相若于统一法律会议（Uniform Law Conference）在1961年采纳的《改革和编纂居籍法律的标准法令草案》（Draft Model Act to Reform and Codify the Law of Domicile）。法令废除关乎居籍的普通法规则。
 一个人的居籍是根据1983年法令而不是按其他任何省份或其分区的法律而断定的。

4.8
“儿童”（Child）的定义是未成年的未婚人士，而该人亦不是具有其子女的法定管养权的父或母。
 儿童的居籍按照其父母是否已结婚而有所不同的普通法规则不再在曼安托巴省适用。如果父母有共同居籍，子女的居籍便依从其父母的居籍。
 如果父母没有共同居籍，其子女的居籍便会依从子女所通常和经常共住的父或母的居籍。
 在其他情况下，儿童的居籍在其通常和经常居住的省份或分区。

印度
4.9
印度的居籍法律是普通法及《1925年印度继承法令》（Indian Succession Act 1925）的结合体。
 在其父亲有生之年出生的婚生子女的生来的居籍是在其出生时其父亲的居籍。
 在其父亲死后出生的婚生子女的居籍在其父亲去世时的居籍所在之区域。
 非婚生子女的生来的居籍在其出生时其母亲的居籍所在之区域。
 因此，印度法律看来是把婚生子女的居籍与其父亲连在一起，而把非婚生子女的居籍与其母亲连在一起，即使其父亲或母亲已去世亦如是。
 有论者认为弃儿的居籍在其被拾获的区域。

4.10
子女的附属居籍依从他的生来的居籍得自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
 1925年法令第14条就儿童的居籍不随其父母的居籍更改而更改的三个例外情况订定条文。这些例外情况是如果儿童：(a) 已婚；(b) 在政府担任任何职位或工作；或(c) 在父母的同意下，另行创立不同的业务。其父母已分开居住的儿童的居籍并不明确。
 按照《1956年印度领养与赡养法令》（Hindu Adoptions and Maintenance Act 1956）第12条，就所有目的而言，被领养的儿童由被领养之日起便被视为其领养父或母的子女。从该日起，该儿童与其出生时的家庭的联系则视为已被切断，而由领养家庭的领养关系取代。因此，有论者认为被领养子女的居籍应是领养人的居籍，并应随其更改而更改。

爱尔兰
4.11
在爱尔兰，即使有《1986年居籍与承认外地离婚法令》作为补充，但居籍法律的主要来源仍是普通法。一个人的生来的居籍是完全按照普通法断定的，并按照他是婚生或非婚生子女而有所不同。
 弃儿的情况虽欠明确，但普遍接受应以他被拾获的地方为其居籍。

4.12
至于附属居籍，婚生子女会在其父亲有生之年依从其父亲的居籍。
 在其父亲死后，该儿童便会依从其母亲的居籍，情况一如非婚生子女。
 至于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的情况，则未有案例说明。
 此外，被领养子女的居籍亦欠明确，
《1952年领养法令》（Adoption Act 1952）和《1986年居籍与承认外地离婚法令》均没有处理此情况。
4.13
在普通法方面，如果父母已离婚、合法分居或分开居住，儿童的居籍便有一些不明确之处。
《1986年居籍与承认外地离婚法令》第4条在若干程度上令情况较为明确：
(a)
凡婚生子女
 的父母分开居住，而该儿童与母亲而非与父亲共住，1986年法令第4(1)条规定该儿童以母亲的居籍为其居籍；
(b)
如果儿童的居籍凭借第4(1)条而依从其母亲的居籍，则即使该儿童不再与其母亲共住，该居籍仍会持续。该儿童的居籍只会在他与其父亲共住时或父母不再分开居住时，始会不再依从其母亲的居籍。
 即使该子女只与其母亲共住了一段短时期，情况也是如此；

(c)
在凭借第4(1)条而依从其母亲的居籍的儿童的母亲去世时，该儿童的居籍会被冻结，直至该儿童与其父亲共住为止；

(d)
“分开居住”一词虽未作出定义，但应大抵包括父母因遗弃、法庭判令、分居协议或甚至非正式的双方协议而不再同居的情况。

马来西亚
4.14
马来西亚的居籍法律大致上依从英格兰的居籍法律。
 如果婚生子女是在其父亲有生之年出生，其居籍便是在其出生时其父亲的居籍所在的区域。
 然而，如果儿童是在其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婚生子女或儿童是非婚生子女，其生来的居籍便是在其出生时其母亲的居籍所在的区域。
 虽然此点未有明确案例说明，但有论者认为弃儿的居籍应在他被拾获的地方。

4.15
有论者认为在马来西亚，凭借《1952年领养法令》（Adoption Act 1952）第9条，被领养子女的居籍是按他犹如是领养父母二人的婚生子女或是领养父或母的婚生子女一样断定，而他的生来的居籍可以因他被领养而更改。
 这条文几乎与香港的《领养条例》（第290章）第13条完全相同。这两条条文均以英格兰的《1950年领养法令》（Adoption Act 1950）为蓝本。按照香港的第290章第13条，领养令一经作出后，若干关于子女的权利、职责及义务便会由亲生父母转移至领养父母。从该条条文的措词看来，这些权利及职责显然并非无所不包。
 正如在第1章和第2章所讨论，香港上诉法庭一致裁定第13条所涵盖的范围有限，而且不把被领养子女视为领养父母的婚姻所生的子女。
 因此，第13条会否涵盖被领养子女的居籍问题，仍未明确。马来西亚的法庭会否就该国第9条达致相若的结论当然也是推测而已。
4.16
儿童的附属居籍按照该儿童是婚生或非婚生子女而有所不同，这与生来的居籍的情况相若。以上关于被领养子女的讨论亦适用于如何断定他们的附属居籍。
新西兰
4.17
在新西兰，居籍在初期纯粹是一个普通法的概念。其后，《1976年居籍法令》虽然没有完全取代，但却大幅修改了普通法关乎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规则。要断定在1981年1月1日
 之后任何时间一个人的居籍，方法是犹如该法令一直有效一样。另一方面，要断定一个人在1981年1月1日之前的居籍，方法则是犹如该法令从未通过一样。

4.18
在普通法上，儿童的生来的居籍及附属居籍正如在其他司法管辖区一样，取决于其父母已否结婚。《1976年居籍法令》作出的修改的效果是取代此等普通法规则：

(a)
其父母一同居住的儿童的居籍依从在当其时其父亲的居籍；

(b)
其父母不是一同居住的儿童的居籍依从在当其时其母亲的居籍（或如她已去世，则是她在去世时她拥有的居籍）；

(c)
凡其父母不是一同居住的儿童与其父亲居住，该儿童的居籍依从在当其时其父亲的居籍；而在该儿童不再与其父亲居住时，该儿童的居籍继续依从在当其时其父亲的居籍（或如果他已去世，则是他在去世时他拥有的居籍），直至该儿童与其母亲居住为止。

4.19
弃儿的父母须当作为仍然在生，并以弃儿被拾获的区域为其居籍，直至弃儿与他其中一位父母一同居住为止。
 被领养子女的居籍为领养父母二人所生的子女或是领养父或母的居籍，而其后他的居籍会犹如他是领养父母二人所生的子女或是领养父或母所生的子女一样来断定。
“儿童”（child）的定义是未满16岁的未婚人士。

新加坡
4.20
新加坡的居籍法律大致上是与马来西亚的居籍法律相若。在断定一个人的生来的居籍及附属居籍时，正如在马来西亚一样，必须把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分开处理。
 获普遍接受的是弃儿的生来的居籍应是在他被拾获的地方。
 有论者认为被领养子女的附属居籍应依从其领养父母二人的居籍或领养父或母的居籍。
 这是由于新加坡的《子女领养法令》（Adoption of Children Act）
“就居籍支配的所有事宜订定条文，并就所有该等事宜，宣布切断以前的亲子关系而代之以新的关系。”

南非
4.21
南非的《1992年居籍法令》列出如何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规则。该法令落实南非法律委员会（South African Law Commission）所作的建议。
 儿童是以与他们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为其居籍。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儿童与其父母二人或其中一人共住，则推定父母的居住地就是该儿童的居籍。
“儿童”（child）的定义是未成年的人士，而“父母”一词包括领养父母和未有互相结婚的父母。

联合王国
4.22
在英格兰及威尔斯和苏格兰，规管如何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规则基本上相同。如有不同之处，我们会另行提述苏格兰的情况。
4.23
正如香港一样，儿童的生来的居籍取决于他是婚生子女或非婚生子女。
 在其父母离婚后出生的婚生子女的情况却有欠明确。
 如果父母不是离婚，但在子女出生时分开居住，子女的生来的居籍便会是其父亲的居籍。
 弃儿的生来的居籍在他被拾获的区域。

4.24
儿童的居籍可以因领养、获确立婚生地位或父母居籍的更改而更改。在被领养后，由于儿童被视为领养人在婚姻中所生的子女，因此会取得一个新的生来的居籍。
 如果是确立婚生地位或父母居籍的更改的情况，儿童的新居籍是附属居籍而不是生来的居籍。

4.25
正如生来的居籍的情况一样，儿童的附属居籍亦按照其父母是否已婚而有所不同。如果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是由于其父母结婚而获确立婚生地位，则其居籍从获确立婚生地位之时起和在其父亲有生之年会与其父亲的居籍相同，并随其父亲的居籍更改而更改。
 在获确立婚生地位之前或在其父亲死后，儿童的居籍便会依从其母亲的居籍。没有在生父母的婚生子女或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或没有在生母亲（虽然有在生父亲）的非婚生子女，其居籍也许不能更改。
 被领养子女被视为领养父母二人的婚生子女或领养父或母的婚生子女，而其居籍会据此断定。

4.26
《1973年居籍与婚姻法律程序法令》第4条已对规管婚生子女及获确立婚生地位子女的附属居籍的普通法规则作出修改，但修改的范围不大：
(a)
如果父母在生但分开居住，而他们的婚生子女或获确立婚生地位子女
 与母亲（但不是与父亲）共住，则子女的附属居籍便取决于母亲的居籍；
 而子女的居籍会继续取决于其母亲的居籍，直至他与父亲共住为止；

(b)
子女的居籍在其母亲去世时便会冻结在她去世时该子女当时的居籍，直至他与其父亲居住为止；

(c)
“分开居住”一词虽然没有作出定义，但意思多于指分开居住一段短时间。
 一同居住时间的多少和关系的状况在确定子女是否与父或母共住时均是有关的因素。

4.27
在1987年，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就居籍法律联合发表了一份报告书。该报告书载列了一系列改革如何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规则的建议。
 有关的建议如下：
(a)
儿童的居籍应是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

(b)
如果儿童的父母拥有同一区域的居籍，而儿童与父母二人或其中一人共住，则推定该儿童是与该区域有最密切的联系；

(c)
如果儿童的父母不是以同一区域为其居籍而儿童只与父母其中一人共住，则推定该儿童与他共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所在的区域有最密切的联系；

(d)
应弃用生来的居籍及附属居籍的概念。

4.28
此等建议尚未落实执行。虽然报告书所提出的改革提议本身是值得考虑的，但联合王国政府已决定不推行这等改革。
 理由是此等提议带来的实际得益不足以扺销推行此等提议的风险，亦不构成充分理由去打乱这方面的确立已久的案例。
 这项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联合王国居住的外国商人的强烈游说下而作出的。
 虽然他们并非以联合王国为他们的居籍地，但他们担心若该报告书的建议一旦执行，他们在联合王国的税务负担便会受到不利影响。相关的各个部长认为这些担忧并无根据，而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则认为他们的提议不可能对税务负担有任何重大影响。然而，联合王国政府决定不执行该份联合报告书。
可供选择的方案
4.29
从以上讨论可清楚见到其他司法管辖区有不同的取态，纵使适用于香港的普通法规则亦适用于大部分此等司法管辖区。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内，法例对普通法规则作出了补充。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内，普通法规则则大部分由关乎居籍的一般法例条文所取代。就如何改革关乎断定儿童居籍的法律，看来香港可以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a)
保持现状不变；
(b)
制定法例条文以补充现行的普通法；
(c)
制定法例条文以取代主要的普通法规则。
4.30
选择方案(a)的效果是保留生来的居籍与附属居籍的概念，以及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区别。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弃儿、被领养子女和在其父母离婚后出生的婚生子女则须个别分开处理。印度、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情况基本上仍是如此。
4.31
至于选择方案(b)，补充的法例条文的范围可以是修订主要的普通法原则，或可以是限于填补普通法的缺漏（正如澳大利亚、爱尔兰及联合王国的情况）。这三个司法管辖区保留了生来的居籍与附属居籍的概念，以及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区别。
4.32
举例来说，在澳大利亚，主要与父母其中一人共住的儿童如果其另一位父母是分开居住或已去世，则该儿童的居籍便不明确。《1982年居籍法令》第9(1)条清楚地指出该儿童的居籍依从主要与他共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
 爱尔兰和联合王国均有相若的条文，但涵盖的范围较狭窄。如果婚生子女的父母分开居住，但子女是与母亲而非与父亲共住，则该子女的（附属）居籍便依从其母亲的居籍。
 此外，澳大利亚和联合王国亦有条文规定被领养子女须视为其领养父母二人的婚生子女或领养父或母的婚生子女而其居籍则须据此断定。

4.33
选择方案(c)的关键是放弃生来的居籍与附属居籍的概念，以及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区别。在（加拿大）曼安托巴省，儿童的居籍取决于其父母是否有相同的居籍，但不是取决于其父母是否已婚。如果他们具有共同的居籍，儿童的居籍便依从他们的居籍，
 但如果他们不具有共同的居籍，则儿童的居籍便依从与他通常和经常居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
 在新西兰，儿童的居籍视乎其父母是否一同居住和与儿童共住的是哪一位父或母。其父母一同居住的子女的居籍依从其父亲的。
 其父母不是一同居住的子女的居籍依从其母亲的，
 但如果该子女与其父亲居住，则其居籍便依从其父亲的。
 在南非，儿童以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为其居籍，
 但如果他与其父母或父母其中一人共住，则推定他是以其父母的居住地为其居籍。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的联合报告书建议采纳与南非的条文相若的条文。

结论
(a) 废除现行规则
4.34
生来的居籍及其恢复的概念、儿童居籍僵化地取决于其父母、双概念的处理手法（生来的居籍及附属居籍）和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区别等等都是造成现行法律的毛病的因素。至于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弃儿、遗腹子女、被领养子女和在其父母离婚后出生的婚生子女，他们的居籍亦欠明确。
4.35
在评论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的建议时，彼得．诺思（Peter North）认为废除生来的居籍及附属居籍会大大简化有关情况。
 现行法律存有各种毛病及缺漏，这使我们相信应弃用生来的居籍的概念。同样地，在儿童并非与其父母二人共住时应用附属居籍这概念有时会引致不恰好的结果，我们因此达致结论认为应废除附属居籍这概念。
建议2
我们建议弃用生来的居籍和附属居籍这两个概念。
4.36
《父母与子女条例》（第429章）的制定已消除了大部分与子女非婚生地位相关的法律上的无行为能力的问题。然而，就居籍而言，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两者仍有区别。我们认为没有充分理由去支持儿童的居籍应取决于其父母的婚姻状况，因此建议把这种歧视性的区别消除。
建议3
我们建议在断定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居籍时不应对两者作任何区别。
(b) 采用最密切联系的验证及相关的推定
4.37
要取代现行的生来的居籍和附属居籍，我们赞成采用单一的验证方法，这个验证方法在于把儿童的居籍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司法管辖区连结起来。我们相信此举会大大简化有关法律。我们不接纳保持现行法律的选择方案（在上文4.29段列为选择方案(a)），而我们亦不认为选择方案(b)的折衷办法（即保留现行的普通法，但制定法例条文加以补充）可以彻底纠正法律的毛病。实际上，普通法和法例条文在居籍方面的相互影响令致关乎断定儿童居籍的规则更为复杂，尤以澳大利亚的情况为然。
4.38
选择方案(c)的司法管辖区已弃用生来的居籍和附属居籍这两个概念，以及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不同处理办法。在新西兰，儿童的居籍取决于其父母是否一同居住和与该儿童居住的是哪一位父母。新西兰的法例亦就特定的情况（例如弃儿的居籍和被领养子女的居籍）制定条文。然而，有关法令并没制定一个可以在任何情况皆适用的概括性的验证方法。
4.39
在（加拿大）曼安托巴省，儿童的居籍取决于其父母是否具有相同的居籍。如果父母有共同的居籍，则儿童的居籍便依从其父母的居籍，但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居籍，则儿童的居籍便是通常和经常与他居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在其他情况下，儿童的居籍便在其通常和经常居住的省份或分区。然而，这种处理方法的困难在于父母纵使具有相同居籍，但他们的子女不一定与他们共住或与他们的居籍所在的区域有任何密切联系。此外，我们认为儿童通常和经常居住的验证过于偏狭，而遗漏了其他应予考虑的相关因素。
4.40
反之，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提议采用一个较宽广的验证：儿童是以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为其居籍。该两个联合王国的法律委员会认为该个验证可让法院在考虑个案的所有因素后而达致最适当的结论。该等因素包括儿童的意向及国籍、其父母的意向及国籍、以及儿童的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及他在所涉时间是在何地居住。
 福赛思（CF Forsyth）亦持有这个看法。他认为该验证可以在“参考所有环绕〔有关子女〕的因素后客观地断定”该儿童的居籍。
 彼得．诺思亦认为上述两个法律委员会所建议的验证会确保儿童的居籍定于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区域。

4.41
此外，上述两个法律委员会认为该项验证亦内含一个保障机制以防止第三者企图操控儿童的居籍作不正当用途。
 如果儿童被人别有用心地带离开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法庭在这情况下便会有充分的灵活性去考虑有关情况。
4.42
我们赞同联合王国两个法律委员会的看法，认为最密切联系的验证不仅为法庭提供清晰的指引，同时亦让法庭有充分的灵活性以确保对所有相关的因素作出考虑。在获确定婚生地位的子女、弃儿、遗腹子女、被领养子女和在其父母离婚后才出生的婚生子女的居籍方面，现行法律的缺漏之处可以藉使用这个验证获得适当地填补。这个新的验证亦可更佳地处理其他疑难的情况，例如父母与儿童一同居住，但父母却具有不同的居籍；或与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居住的儿童；或在孤儿院居住的儿童。因此，我们建议采用一个概括性的验证：儿童以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为其居籍。
4.43
上述两个法律委员会建议，为了确保明确性，使用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概括性验证时，须一并使用两项可反驳的推定以处理最常见的情况。首先，如果儿童的父母具有同一区域的居籍，而该儿童与他们二人或其中一人共住，则推定该儿童是与该区域具有最密切联系。第二，如果儿童的父母不是以同一区域为居籍，而该儿童只与他们其中一人共住，则推定该儿童与和他共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所在的区域具有最密切联系。南非法律委员会采纳了英格兰法律委员会的“最密切联系”验证，它亦建议使用可反驳的推定，但效果稍有不同。根据南非法律委员会的提议，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儿童与其父母二人或其中一人共住，父母的居住地便推定为该儿童的居籍。

4.44
联合王国的两个法律委员会认为可反驳的推定会：
“…… 提供高度的明确性，而仍可让法庭透过使用最密切联系的验证能够在困难的个案中达致适当的结果，并因此亦可避免任意把父亲或母亲的居籍分配给儿童。”

南非法律委员会赞同上述两个法律委员会弃用附属居籍的原则，并认为有关提议在毋损清晰度和法律明确性的情况下，已朝向建立另一个发挥出功能的机制踏出一大步。

4.45
我们同意使用可反驳的推定会有极大好处。此等推定在缺乏证据时尤其有用。在儿童与其父母二人或其中一人共住的最常见个案中，使用可反驳的推定会有助断定儿童的居籍和加强断定结果的明确性。举例来说，如果父母是以甲区域为其居籍，但与其子女在乙区域居住，则根据联合王国两个法律委员会的推定，子女便会被推定与甲区域具有最密切联系。如果子女事实上与乙区域具有最密切联系，则该项推定是可予反驳的。我们喜欢南非规则内的推定的简洁，但我们担忧“父母的居住地”一词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在以上例子，如果应用南非的规则，父母的居住地便很可能视为在乙区域。该子女便因而推定以该区域为其居籍。虽然在一些个案中，这可能是适当的断定结果，但我们宁取子女以甲区域为居籍的推定（其父母的居籍在此），而非以乙区域为居籍的推定（其父母不一定在该区域长期居住）。在权衡利害后，我们提议采纳联合王国两个法律委员会报告书内所建议的两项推定，并明确指出“父母”包括儿童的领养父母。我们曾考虑过是否要采纳更多的推定，但得出的结论是不必这样做。我们认为该两项建议的推定会涵盖大部分情况，并会带来自然且合理的结果。如要为其他情况设定其他推定事项，这可能会造成不需要的人为干预。另外，应用最密切联系的概括性验证会更为简便。
建议4
我们建议制定以下规则用作断定儿童的居籍：
(a)
儿童的居籍应该在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
；
(b)
如果儿童的父母的居籍在同一区域，而儿童与父母二人或其中一人共住，则便推定该儿童与该区域有最密切联系，除非相反证明成立则作别论；
(c)
如果儿童的父母的居籍不在同一区域，而儿童只与他们其中一人共住，则便推定该儿童与和他共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所在的区域有最密切联系，除非相反证明成立则作别论；
(d)
“父母”包括儿童的领养父母。
(c) 其他问题
4.46
在儿童居籍方面，有一些问题尚待探讨。首先，是否有需要为如何决定最密切联系的验证，制定一些指引。联合王国两个法律委员会和南非法律委员会持有共同意见，认为不宜在法例内列出相关因素，因为此举可能会误导法庭或会妨碍法庭恰当地就事实作出裁断。
 联合王国两个法律委员会强调在断定儿童的居籍之前，法庭应该能够对涉及儿童的所有因素作出考虑。
 我们同意任何单一因素不应起决定性作用，而在认定儿童与哪一个区域具有最密切联系之前，法庭应衡量所有相关因素，
 包括儿童的意向、其父母的意向或对儿童有管束权的人的意向。
 我们认为期望以立法方式把有关因素一一列出以涵盖无穷尽的个人情况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4.47
第二，至于建议中两项推定所采用的“家”的概念，当中要素为何，启人疑窦。联合王国两个法律委员会认为《1973年居籍与婚姻法律程序法令》第4条所用的“家”的概念没有造成困难；并总结认为同一概念应能在该等推定下发挥良好作用。香港并无等同该法令第4条的条文，因此关于该条的法院裁定不会适用于香港。然而，该概念如果能够在英格兰运作良好，我们相信它亦能在香港运作良好。因此，我们总结认为怎样才构成家，应视乎每宗个案的案情而定，并应交由法庭决定。为了有更大的明确性，我们认为如果儿童日常是与其父母共住，则即使他们有定期的短暂的分离，儿童亦算是与其父母共住。
 明显的例子包括儿童在寄宿学校就读、或在医院留医，或儿童的父或母因工作关系而必须经常离家。然而，亦毋须为这些个案而在法例中明文制定条文，因为怎样才构成家应视乎每宗个案的案情而定，并应交由法庭决定。
4.48
第三，联合王国两个法律委员会考虑了法院应否有权力为了儿童的福利而更改其居籍。他们认为法院如果具有此项权力会是原则上的错误，因为居籍是从事实上推论而得出的法律地位。我们认同该两个法律委员会的结论，认为任何人或任何法庭皆不应具有废止或推翻规管儿童居籍的规则的权力。
4.49
我们注意到在建议的法例生效后，儿童可能具有异于其父母居籍的居籍。
 举例来说，如果父母的居籍在甲区域，而他们的子女在香港出生和成长，则该子女便可能裁定为与香港有最密切联系，即使父母仍然保留甲区域的居籍。
成年人的居籍
澳大利亚
4.50
在澳大利亚，任何人如果年逾18岁或已婚，皆有能力取得独立的居籍。
 然而，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则不能取得其自选的居籍。

4.51
在普通法方面，如果一个人离开其故乡，并且有意不返回，则其生来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另行取得自选的居籍为止。
 他可藉合法身处另一区域并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留下，而取得当地的自选的居籍。实际身处和所需的意图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存在。实际身处的时间长短并没有决定性。即使一个人只获准逗留在一个区域一段短时期，如果当他有无限期逗留该区域的意图时他正合法地身处当地，则他仍可取得当地的自选的居籍。
 他一旦取得新的居籍，便不会因逗留准许期届满而失去它，
 即使在被递解离境后亦然。

4.52
就普通法上所需的意图（“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在一个区域居住”）而言，“永久”一词不时订下严格的规定，使到有关人士除非已放弃最终返回故乡的意图，否则不可能取得自选的居籍。然而，在Hyland v Hyland 
 一案中，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阿斯普雷大法官（Asprey JA）以较灵活的方式来处理该普通法验证：
“关于适用于自选的居籍的原则，我认为使用‘永久’一词的意思不外是韦斯特伯里大法官（Lord Westbury）的片语所言‘一般性和无限期’。据我理解，这片语的意思是当事人意图一直成为有关区域的居民并没有时限，而他没有念及可能因在可见将来发生某些独特或特定事件而要放弃居留和离开有关区域的事宜，尽管他可能有在未来某段时间返回故乡的未确定意图（看来是由斯托里（Story）在（Conflict of Laws, 8th ed p 50）一书所创的用语）亦然……”

区别是在于怀有离去的明确意图与“未确定意图”。按照阿斯普雷大法官所说，所需意图在于留在某一区域一段被视为无限期的期间，并且在可见将来没有离去的意图（例如在完成雇佣合约后）。
 至于希望在将来不指定的时间返回故乡，或为寻觅较佳机会而愿意前往其他地方的意愿，不会淡化留在某一区域的意图。
 然而，任何人如果意图在将来某一明确事件（即使为时尚远而且时间仍未确定，例如退休）发生后返回故乡，则不会取得新的自选的居籍。

4.53
联邦的《1982年居籍法令》虽然未就所需的实际身处某地的性质订立具体条文，但它就所需的意图订定条文：无限期地以有关的区域为家。
 问题是它有否改变阿斯普雷大法官在Hyland 案所界定的普通法验证。澳大利亚未有案例，但新西兰法院就相若条文
 所作的裁定意味阿斯普雷大法官所订下的验证仍然适用。在该案中，法院裁定一名新西兰人虽然在美国居住了35年，但仍没取得当地的居籍，因为他一向有明确意图在退休后便返回新西兰。这合了阿斯普雷大法官所界定的普通法验证。

4.54
在普通法上，一个人可以因离开一个区域和因放弃在该区域无限期地居住的意图而失去其自选的居籍。这两个因素一旦同时存在，自选的居籍便遭放弃。根据1982年前的法律，如果一个人在放弃旧居籍后而没有取得新的居籍，他的生来的居籍便会恢复，直至他取得另一自选的居籍为止。如果具有塔斯曼尼亚州的生来的居籍和新西兰自选的居籍的人决定永久移居英格兰，但在飞往该地途中因撞机而死，则在他死亡时他的居籍便会在塔斯曼尼亚。这是因为他已放弃其新西兰的自选的居籍，但尚未取得英格兰的新居籍。因此，他的生来的居籍便会恢复。1982年后的法律明确废除了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概念，而现有居籍会持续，直至取得另一个不同的居籍为止。
 把这原则应用于我们举出的例子上，死者的新西兰自选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实际扺达英格兰为止。
加拿大
4.55
在曼安托巴省，每个人只要不是儿童或精神上无足够能力，均有能力取得独立的居籍。
 他的自选的居籍是他的主要的家所在之地和他意图居住之地。
 一个人除非有相反的意图，否则便被推定为意图在其主要的家所在之地无限期地居住。
 有关实际身处某地和意图的普通法规定虽然用了不同的措词，但仍获得保留。至于法例条文改变了普通法多少和实际上它究竟有否改变普通法，实难论断。

4.56
有关恢复生来的居籍的普通法规则已被废除，
 而一个人的现有居籍会持续，直至取得新的居籍为止。
 此举的效果应该与上文讨论的澳大利亚的同等条文的效果一样，该条文废除了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概念。
印度
4.57
在印度，一个人的生来的居籍持续，直至他取得新的居籍为止。
 一个不是精神错乱的人
 在年满18岁时
 可以在符合两个条件下取得一个区域的自选的居籍：在有关区域居住和在该地永久居住的意图。要取得自选的居籍需同时具有居住和意图这两个因素，但意图可以存在先于居住这因素或可以在居住多年后才有所需的意图。
4.58
《1925年印度继承法令》第10条规定一个人可以藉在一个不是他的生来的居籍的区域定居而取得新的居籍。印度最高法院在Central Bank of India v Ram Narayan 一案
 裁定即使被告人有意图移居印度，但在实际居住于印度之前，他仍是以巴基斯坦为其居籍。居住期不必为时长久，而短暂居住期亦不一定会否定获取居籍的可能性。
4.59
所需的意图是在一个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这个意图必须固定而非反覆不定；它亦必须是针对某一特定区域而作出。一个人的意图可以从他日常生活中所有事件及情况推断得知。
 所有事实加起来的累积效果显示了他的意图。单一事实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在某一个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的意图必须是自愿地作出的。一个人如果单凭因为担任公务员、陆军、海军或空军职位或从事任何专业或事业而在印度居住，则不会被视为在印度定居。

4.60
一个人如果停止在自选的居籍所在的区域居住，而且没有意图在该区域无限期地居住，便算放弃了其自选的居籍。单凭有意图放弃，或单凭在另一个区域居住并不足够。恢复生来的居籍的概念在印度并不适用，因为一个人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取得另一个居籍或他以前的居籍恢复为止。

爱尔兰
4.61
在爱尔兰，一个人如果不是精神上无能力行事，在年届成年岁数时便可取得他自选的居籍。《1985年成年岁数法令》（Age of  Majority Act 1985）
 把成年岁数由21岁改为18岁，或如在未满18岁时结婚，则为结婚之岁数。
4.62
在爱尔兰，自选的居籍之取得和放弃仍然受普通法的规管。为了取得自选的居籍，一个人要符合两个条件：居住和意图。偶然身处在一个区域（例如以旅客身分）并不足够，但居住期的长短却并不重要。所需的意图是在一个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的意图。“永久”和“无限期”这两个词语在多项裁决中互换使用。
 爱尔兰上诉法院沃克大法官（Walker C）认为显然由于“无限期”一词并无固定的法律涵义，因此每宗个案须视乎其特别案情而定。
 奥布赖恩首席法官（Sir P O’Brien C J）在同一案中赞成韦斯特伯里大法官在英格兰Udny v Udny 案所订下的验证。他引述和应用该验证如下：

“自选的居籍是一项结论或推论。法律是从某一个人自愿地把他的居住地完全或主要定于某地，并且意图持续在该地无限期地居住之事实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或推论。这是对产生或构成居籍的情况的一项描述，而非对该词的一个定义。居住地必须是自由选择，而不是由任何外在的必要情况（例如职责、债权人的要求或因病休息）所促成或驱使；选定的居住地不是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是为了一般和非明确的未来打算而挑选的。原先是暂时的或打算为时一段有限期间的居住，可以在其后变为一般性和无限期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一经推论出目的已转变或定居之意图，居籍便会确立。”
奥布赖恩首席法官评论如下：
“这是韦斯特伯里大法官的用语，对我来说无疑是在关于居籍法律的英格兰法律文献中可以找到的最伟大、最富启发性和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最全面的判词。它被采纳作为订下一个在其后所有个案中居籍得以断定的真正验证，……”。

4.63
为了取得独立的居籍，一个人在某一区域的居住必须同时怀有所需的意图，但何者先出现则不重要。一个移民可能在移居去一个新区域前已怀有所需的意图；一个逃避迫害的人却可能在多年后才有所需的意图。

4.64
任何人皆可藉不再在其居籍所在的区域居住
 和不再意图在该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而放弃其自选的居籍。例如他可藉确立已取得另一个自选的居籍而证明此点。
 然而，他亦可放弃其现有的自选的居籍而不另取一个居籍。
 在这情况下，他的生来的居籍便会自动恢复并适用，直至他取得新的居籍为止。巴迪法官（Budd J）精确地概述了这种情况：
“一个人可藉不再在其居籍所在的区域居住和不再意图在该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但非以其他方式）而放弃其在该区域的自选的居籍。在放弃自选的居籍后，一个人可另取一个新的居籍或恢复其生来的居籍。”

马来西亚
4.65
在马来西亚，任何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是未成年人或精神上无能力行事的人）皆有取得自选的居籍的能力。成年岁数是18岁。
 在马来西亚，普通法依然规管自选的居籍之取得和放弃。一个人可藉以其欲取得居籍的区域作为主要居住之地和藉具有在该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的意图，而取得其自选的居籍。所需的意图无须指向居籍之取得，
 但当事人必须有改变现有居籍的明确和最终的意图。
 没有一件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或是微不足道。
 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例如联谊会的会籍）都是相关的。

4.66
为保留一个新取得的自选的居籍，当事人毋须持续居住在当地。换言之，一个人不会仅因为他时常不在居籍所在的区域而失去居籍。然而，他可藉不再在有关的区域居住和藉不再意图在该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而放弃其自选的居籍。首席大法官哈瑟利（Lord Hatherley）在Udny v Udny案
 指出：
“以下的说法看来是合理的：如果选择新住所和在该处实际居住构成原本的居籍的更改，则该项程序的反面（即放弃新居籍的意图和实际放弃该居籍）应有破坏新居籍的效果。可以取得的东西肯定可以被放弃的……”。
一个人在放弃其自选的居籍后，会取得另一个新的自选的居籍，否则其生来的居籍便会恢复。

新西兰
4.67
一个人在年满16岁时或在较早年岁结婚时，便可以有能力取得独立的居籍，
 但这须受普通法关于精神上无能力行事的人不能取得独立的居籍之规则规限。
 一个人一旦可以有能力取得独立的居籍，便持续如此有能力取得独立的居籍。
 一个人在紧接其有能力取得独立的自选的居籍前现有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事实上根据法令取得新的居籍为止，而现有的居籍亦会随之而终止。
 他可在某一特定时间在某一区域取得一个新的居籍，但他要在紧接该特定时间前：
(a)
不是以该区域为其居籍；
(b)
有能力取得独立的居籍；
(c)
身处该区域；及
(d)
意图在该区域无限期地居住。

如没有意图在有关区域无限期地居住，则单凭长期在该区域居住是不足够的。
 以上述方式取得的居籍会持续，直至另一居籍以同样方式取得为止。
 有关生来的居籍的恢复的普通法法则已被废除。

新加坡
4.68
在新加坡，规限一个人的自选的居籍的法律与马来西亚的法律相同。
 不同之处是新加坡的成年岁数是普通法年龄21岁。
 在所有其他方面，以上关于马来西亚的讨论亦适用于新加坡。
南非
4.69
任何人年满或年逾18岁，或未满18岁但因其他原因在法律上具有成年人地位，则不论其性别或婚姻状况，皆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然而，这不适用于在精神上没有能力作出合理选择的人。
 为了取得在某地的自选的居籍，一个人须合法地身处该地并须怀有在该地无限期定居的意图。

4.70
一个人现有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选择或藉法律的实施而取得另一居籍为止。
 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概念不再适用。

联合王国
4.71
在英格兰、威尔斯及北爱尔兰，任何在精神上有能力行事的人在年满16岁时或在未满16岁结婚时，便有能力取得独立的居籍。
 在紧接该两种情况的其中一种发生前，他的居籍依然在其现行居籍所在的区域，直至他事实上已取得新的居籍为止。如果他放弃现有居籍而没有取得新的居籍，他的生来的居籍便会恢复。苏格兰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相异之处是就居籍而言，未满16岁结婚与法律行为能力无关。

4.72
一个人一旦有能力取得独立的居籍，便能藉符合关于居住和在某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的意图这两个条件而取得自选的居籍。
 正如在香港，“居住”仅指实际身处某地，而“意图”必须是一般性和为非明确的未来打算，即不仅是为一段有限期的期间或一个特定的目的。
 一个人可藉不再在该区域居住和不再意图在该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而放弃其自选的居籍。
 他在放弃其自选的居籍后，便可取得另一自选的居籍，否则其生来的居籍便会恢复。
 在第1章对香港情况的讨论同样地适用于联合王国。
4.73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在其1987年的联合报告书内作出多项有关规管自选的居籍的法律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如下：
(a)
一个人在年满16岁时应依然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而在未满16岁结婚的人则不应具有这样的能力。
 该两个法律委员会认为，单凭未成年人已结婚之事实不会确保他具有能力构想出取得居籍所需的意图；

(b)
“身处”一词
 较“居住”一词更为恰当，因为前者清楚指出怀有所需意图而抵达某区域的人会在抵达该区域后便立即取得该区域的居籍；

(c)
要取得自选的居籍的所需意图是在有关区域无限期地定居，而非无限期地以该区域“为家”
。后者可能妨碍一个人在他意图无限期地居住的区域确立居籍，因他在该区域内不同地方住而没有在当中某一地方安定下来；
 及
(d)
应弃用恢复生来的居籍的法则，而成年人的居籍应持续，直至他取得另一居籍为止。

可供选择的方案及结论
4.74
正如在第2章所讨论，由于有关自选的居籍的现行规则带有随意性并且会令结果难以确定，所以长久以来备受批评。它们是随意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居籍在他与有关区域的任何关系完结后仍然持续，因此他难以确立居籍的更改。它们令结果难以确定的原因在于难于断定一个人的意图。在第2章，我们曾提及数个造成随意性和令结果难以确定的因素。
 为了消除这些毛病，我们就一些关键问题考虑各个改革方案和提出我们的改革建议如下：
(a) 谁人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4.75
在以上讨论过的所有司法管辖区当中，任何人如果不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在成年时便可取得其自选的居籍。在一些司法管辖区（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及联合王国），于未满该年岁结婚也可使未成年人取得独立的居籍。在其他司法管辖区，于未满该年岁结婚并不相关，而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亦作出建议以表明此意。
 至于香港应采用哪一种模式则需加以考虑。
4.76
根据香港的现行法律，任何在精神上有能力行事的人在年逾成年岁数（18岁）时，
 便能取得独立的居籍。我们看不到这规则有任何问题，这项规则与所有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一致。然而，仍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已婚人士应否不论年龄皆有能力取得独立的居籍。第二条问题是：儿童在具有能力结婚之岁数（根据香港本地法律，在父母同意下，该岁数为16岁
）是否较一般成年岁数（18岁）更为适合作为容许一个人取得独立居籍的岁数。
4.77
要处理这些问题，值得首先了解英格兰为何把取得独立居籍的年龄降低至16岁以及容许已婚儿童取得自选的居籍的原因。现时在英格兰，一个人在未满16岁前结婚
 或在年满16岁后，
 便有能力取得独立的居籍。
4.78
按照伊恩．麦克阿瑟（Ian MacArthur）在下议院动议《居籍与婚姻诉讼法令草案》（Domicile and Matrimonial Proceedings Bill）时所说，
 第3条背后的理念是如果一个人被认为合适结婚和建立家庭时，没有理由为何就其属人法而言，他依然应附属于其父母。既然16岁是结婚之最低年龄，这年龄亦应是可取得独立居籍的年龄。此外，如果一个人在未足该年岁的情况下根据另一法律制度获准早于该年岁结婚，则他可取得独立居籍的时间应是他在该特殊个案中实际结婚的日期。麦克亚瑟认为，第3条会消除法律中存有的毛病。然而，英格兰以及苏格兰两地的法律委员会建议婚姻本身是不应足以令一个人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4.79
一个人如果根据外国法律可以在较年轻时结婚，则应被视为已臻成熟至足以取得其自选的居籍。我们十分理解这个论据。在详细讨论后，由于多个原因，我们总结认为婚姻应与一个人取得独立居籍之能力无关。首先，我们不相信单单在准许较年轻时结婚的另一区域结婚，就表示一个年轻人会有能力去构想取得居籍所需的意图。第二，由于某些其他地方的独特宗教或社会原因，它们的法律制度容许在很年轻时结婚，但这与一个人是否成熟毫无关系。第三，容许已婚人士不论年龄，皆可取得独立的居籍，可视为对未婚人士的歧视。第四，如果采纳我们认为居籍应该以“最密切联系”为根据的建议，即意味在已婚儿童的个案中，由断定儿童居籍和断定成年人居籍的规则所达致之不同的裁断，会没有在现行法律下那么明显。举例来说，以新西兰为居籍的父母在香港居住而他们操粤语的子女（“甲”）在香港出生和居住。甲在17岁半结婚，并育有自己的子女。如果甲不是与父母同住，我们所建议的推定便不适用，而他的居籍便会以最密切联系的验证来断定。该验证会使法院可以衡量所有相关因素（包括甲的意图）。甲（已婚儿童）的居籍不再在法律上与其父母的居籍联系起来。即使甲和他自己的子女与他父母同住，他只会被推定为具有其父母的居籍，而他的子女亦会被推定为具有他的居籍。正如我们所建议，这些推定是可以在相对可能性的衡量下予以反驳的。最后，只会在极端罕有的情况下始会可能需要断定在未满16岁结婚的儿童的居籍。
4.80
至于第二条问题，降低可以取得独立居籍的最低年龄至16岁的论据是达致该年龄的人已经可以结婚和拥有自己的家。因此，把最低年龄降至该岁数说来颇为合理，尤其是居籍涉及一个人的家。我们理解年满16岁但未满18岁的人未能取得独立的居籍或许有不妥之处。然而，正如在前段所列举的例子指出，根据我们建议的规则，断定儿童居籍和断定成年人居籍的规则在已婚儿童的情况所造成的差异会收窄。最密切联系的验证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考虑到4个月大的儿童与17岁大的儿童之分别。在任何情况下，他在年满18岁时便能够有他自选的居籍。有问题的期间相对上来说是较短的，即16岁至18岁之间。因此，我们总结认为不必把最低年龄降低至16岁。
4.81
最后的问题是未满成年岁数的未婚父母应否可以取得独立的居籍。我们所关注的是根据现行法律，未成年的未婚母亲所生的子女的居籍附属于该母亲的居籍，而该母亲的居籍依次亦附属于自己父母的居籍。我们的建议之效果是把儿童的居籍按最密切联系的验证来断定，而避免可能出现自动产生的“双重附属”的问题。因此，我们总结认为是否身为父母应与一个人取得独立居籍的能力无关。
建议5
我们建议，任何人如果不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可在年满18岁时取得其自选的居籍。
4.82
在讨论取得自选的居籍所需的作为和意图之前，我们曾考虑就儿童居籍而建议的最密切联系验证是否亦适用于成年人。把同一验证应用于成年人和儿童身上，既有一致性的好处，亦会较现行法律的验证更为简化。然而，我们决定最密切联系的验证不应适用于成年人的居籍，原因如下：第一，虽然儿童一般不会被视为能运用其意志以构想出所需的意图，但成年人则不一样。第二，根据现行作为和意图的模式，一个怀有所需意图的人在抵达某一区域便会在他抵达该区域时取得该区域的居籍。根据最密切联系的验证，情况便不一样。
4.83
此外，在应用该验证时，有关人士的意图只会作为多个相关因素之一来考虑。然而，我们相信在断定成年人的居籍时，“意图”这个因素应占较重分量。如非这样，一个人即使怀有以某地为其居籍的明确意图，亦可能被认定为与另一地有最密切联系。我们认为在不容易预测法院会给予每个相关因素的分量下，就成年人的居籍而采纳作为和意图的验证，比起最密切联系的验证会更有可能取得明确性。
 因此，我们总结认为成年人的居籍应继续以其作为和意图为根据。
(b) 取得自选的居籍所需的作为
4.84
在讨论取得自选的居籍所需作为之种类前，值得首先考虑完全废除要有作为这规定的做法。此建议在我们的讨论当中引发出来，这是缘于一个有问题的个案：一个以甲区域为其居籍的人意图在乙区域定居，但在前往乙区域途中死去。尽管该人怀有这样的意图，该人仍保留他在甲区域的居籍。如果按建议免去所需的作为这规定，该人便会在放弃其现有居籍和怀有取得新居籍的意图时便立即取得乙区域的居籍。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单凭放弃现有居籍与怀有所需意图便已足够的话，则会造成不明确性和可能出现毛病。在原则上，亦很难提出充分理由去支持为何一个人能够在他尚未实际抵达的地方取得居籍之说。
4.85
至于为取得自选的居籍而需要作出的作为，不同的司法管辖区订有不同的规定。在这方面可分为三类：“身处”在有关区域（澳大利亚、新西兰、
 南非与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居住”在有关区域（印度、爱尔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联合王国）；及在有关区域拥有“主要的家”（曼安托巴省）。香港现时采用“居住”的规定，或许应考虑是否适宜把这规定改为“身处”或“主要的家”的规定。
4.86
在这三个方案中，我们认为“身处”在有关区域最能凸显为取得居籍而所需之作为的本质。根据现行法律，所需的作为是“居住”，即“仅是实际身处某地而已”。
 这是指以有关区域的居民身分实际身处该地，
 但不包括“偶然地或以旅客身分”身处某地的人。
 然而，“居住”给予我们的印象是它的涵意不单只是实际身处某地而已。这正是南非法律委员会在建议使用“身处”一词时所考虑到的：
“居住一词并没有在其他各门法律中所赋予的专门涵义：在此，‘居住’只不过是指合法实际身处某地而已。因此，它可以为期甚短，而且可以说单凭身处某地便足以符合有关‘事实的’规定。”

4.87
此外，“身处”一词较佳地阐明现行法律的涵义，
 即一个人在怀有所需意图的情况下抵达某一区域便会在抵达该区域时立即取得该区域的居籍。在以上例子，以甲区域为其居籍的人如果怀有所需意图，可以在抵达乙区域时便会取得该区域的居籍，即使他在入境该区域后便立即死去亦然。
4.88
尚要处理的问题是“身处”有关区域是否必须合法才可取得居籍。根据香港的现行法律，一个人不能藉非法居住而取得自选的居籍。在Puttick v AG 一案，
 一个被通缉的德国罪犯凭借假护照进入联合王国，其后为了继续在英格兰居住而与一名英格兰人结婚。乔治．贝克爵士（Sir George Baker P）裁定居籍不能藉“谎言、假冒他人和欺诈行为取得…… 的居住”而确立。他引用Dicey &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书中的一节如下：

“有案例裁决不能藉非法居住而取得自选的居籍。这规则之原因是法院不能容许一个人在蔑视该法院所执行的法律情况下取得居籍。因此，一个人如果在（举例来说）南非非法居住，则不会被该国法院视为以该国为其居籍。同样地，有论者认为英格兰的法院会裁定一个在本国〔英格兰〕非法居住的人不能藉此取得英格兰的自选的居籍。”
然而，仍有争论的是某一区域的法院会否容许一个人藉在另一区域非法（就该另一区域的法律而言）居住而取得该另一区域的居籍。有论者认为英格兰的法院可以容许这样做。

4.89
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情况与香港的情况无异。在澳大利亚，身处有关区域必须是合法的。因此，一个人如果非法进入
 某一区域或藉欺诈行为而取得入境许可，便不能取得该区域的自选的居籍。如果一个人在怀有在某一区域无限期地居住的意图时合法身处该区域，则他便能取得该区域的居籍，纵使他只获准有限期地逗留。
 逗留的许可可能是暂时性的（例如旅游或学生签证）。不过，只要在该许可的有效期间怀有逗留下来的意图，该项许可已足够。居籍一旦取得便不会在临时许可证届满时失去，即使有关人士受制于递解离境令亦然。

4.90
在南非，《1992年居籍法令》第1(2)条规定一个人如果怀有所需意图而合法地身处某一地方，便能取得自选的居籍。因此身处该地必须是合法的。1992年的法令开始实施前的有关规定与现行的相同。

4.91
根据新西兰的《1976年居籍法令》第9条，为了取得某一区域的居籍，一个人除了要符合其他条件外，还要身处“该区域”。在应用这条文时，地方法院
 及家事法院
 采用了它们认为有用的澳大利亚上诉法院的陈述：
“自选的居籍之取得是一个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它可以从在某一地方自愿和合法居住之事实推论得来……。”
 （横线后加）
因此，为了取得居籍，身处有关区域必须是合法的。
4.92
按照曼安托巴省的《1987年居籍与惯常居住地法令》（Domicile and Habitual Residence Act 1987）第8(1)条，一个人的居籍是他主要的家所处之地和他意图居住之地。关于这条文只有一个案例，但这个案例并未处理身处某地是否必须是合法的问题。
 在加拿大奉行普通法的其他省份，普通法依然是居籍法的根源。在该等省份，如果一个人透过非法手段居住在某地，法院会审视非法居住的性质及目的以裁定该人在非法居住的情况下能否取得居籍。
 一个非法入境者如果是在技术上违反入境法例的情况下非法入境，则他仍可取得居籍。
 反之，一个人如果是为了逃避检控而在另一地方非法居住，则不能取得新居籍。
 虽然1987年的法令废除了普通法关于居籍的规则，曼安托巴省的法院有可能依循其他省份所采用关于“非法性”的普通法观点。
4.93
爱尔兰的情况较为不明确。在权衡利害后，较可取的观点是虽然一个人的非法居住可能有助了解他的意图，但这事本身不应作为否定他在有关区域居住的事实之理由。
 然而，有论者认为，如某人在某一司法管辖区非法居住，审判地法阻止该人从中得益也是合理的政策。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此事未有案例，但看来可合理假设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判例法会具有说服力。陈氏（Tan Yock Lin）确曾讨论“Puttick”一案，但认为有关理据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至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法院会如何处理此事，情况仍未明确。最后，未能找到关于印度且有用的资料。
4.94
看来颇为清晰的是在香港或大部分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为取得居籍而所需的“身处”或“居住”必须是合法的。然而，在达致结论前，我们亦曾考虑过梅维斯．皮尔金顿（Mavis Pilkington）的相反观点。
 皮尔金顿认为并无理由支持取得自选的居籍的“传统准则”（居住和意图）施加了“合法性”的规定之说。她认为“合法性”的规定只是更宽广的重要公共政策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而该公共政策是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得益或利用它获取其他益处。该规定被说成为居籍方面的一个附加准则。她解释说，在婚姻济助方面，采用居籍作为司法管辖权之理由的目的在于把婚姻双方与他们及他们的婚姻有密切联系的法律制度连结起来。应用“合法性”的规定可能会把婚姻双方从最适合裁决其婚姻事宜的法律制度中抽离。
 她进一步阐述，在英格兰的非法居民须缴付税款和可能要受刑事法律程序检控。非法居民亦可因根据《入境法令》（Immigration Act）而被羁留之事向法院提出反对；而他在民事方面（婚姻事宜除外）提出起诉的权利不能被否定。原因是他既然受到法律的约束，亦应有权获得其保护。因此，皮尔金顿认为，“合法性”的规定在非法居民援引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权利方面产生难以解释的两种情况。
4.95
她亦认为该规定以现时的形式并未适当地反映出它所依据的公共政策。在一些个案中，它可在不涉及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拒绝给予居籍。她解释说，居籍所规管的私人权利事宜（例如民事地位、缔结婚姻的能力和个人财产的继承）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宜（例如外地人要求进入外国的权利问题）两者的区别已清楚地划分。
 因此，她进一步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只应用于涉及公众事务的范畴，而政治地位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面而已。皮尔金顿认为，“合法性”的规定可把一个人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和他期望规管他个人事务的法律制度分隔开来因而造成相当大的困苦。她总结认为，如果“合法性”的规定所根据之公共政策在施行时有酌情权，则公众利益便能获得保障而无需忽视个人在援引其属人法的权利和期望。最后，皮尔金顿希望“合法性”的规定不会在没有全面考虑其所依据的原则和案例的情况下用作阻止当事人取得自选的居籍。
4.96
皮尔金顿指出居籍本身并不是利益，而且涉及从个人自己的错误中获取利益之个案与非涉及此等利益的个案是有分别的。我们理解到这些论据的说服力。为非法入境者的个人事宜（例如其结婚能力或其动产的转予）而裁定他的居籍是认定适用的法律多于让当事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取得利益。举例来说，一名非法居民在香港死去，其最后的居籍会断定哪一个法律制度应规管其动产的转予。其居籍的断定决定适用的法律。如果在断定非法入境者的居籍的过程中，他藉其错误行为在涉及公众利益事宜方面（例如要求取得居留权、国籍或永久居留）取得了利益，公共政策便会发挥作用。然而，我们明了不规定所需的“身处”在某地必须是合法的和在运用酌情权的情况下援引公共政策以否定藉错误行为而取得任何利益，可能令致有关法律产生混乱和不明确的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后，我们决定取得居籍所需的“身处”应该要合法。这会达致法律明确性和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一致性。由于一个人的居籍的确定经常只会在有关事实发生多年后始会成为一个相关的法律问题，正因时间久远，要肯定地证明某人在关键时间是合法地身处某地也许既困难又费时。所以，我们进一步建议一个身处香港的人会被推定为合法地身处香港，除非与直至确立该人非法地身处香港则作别论。至于要取得另一个司法管辖区的居籍的个案，现况应保持不变。
建议6
我们建议一个已届成年并具行为能力的人如要取得居籍，所需的作为应是身处有关区域。
 要取得香港的居籍，便须合法地身处香港，而一个身处香港的人会被推定为合法地身处香港，除非与直至确立该人非法地身处香港则作别论。要取得香港以外的区域的居籍，在该区域的法律下身处该区域是否合法这一点是香港法院考虑的因素之一。
(c) 取得自选的居籍所需的意图
4.97
在香港，目前要取得自选的居籍所需的意图是意图在有关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这与印度、爱尔兰、马来西亚、曼安托巴省、
 新加坡及联合王国的情况无异。然而，在澳大利亚，有关规定是当事人须意图无限期地以有关区域为家，而新西兰的规定是意图在该区域无限期地居住。在南非，则是意图在该地无限期地定居，这是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建议的模式。以上各种情况皆可供香港考虑作为选择的方案。
4.98
根据现行法律，按照一些早期案例，一个人必须怀有在某地永久居住的意图，才能获取新居籍。
 这意味着一个人即使有一点儿可能性会移居另一地方也会使到他不能取得居籍。这样严苛的规定曾被批评为不切实际
，因为它很可能意味着“任何人除了自己的生来的居籍外，都不会有其他的居籍”。
 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非的新规定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均援引较近期的案例，
 故所需的意图是意图无限期地以有关区域为家。
 这个“无限期地”的准则会令致居住的规定更切合实际。它亦反映出近期案例的观点：可能移居另一区域会因可能移居的性质不同而有不同的后果。如果可能移居显然是可预见和合理地可以预期的（例如雇佣合约的终止），
 这可能会令所需的意图不能确立。反之，如果它是不确定和不可能发生的（例如发财致富），
 这就不会阻碍一个人怀有所需的意图。
4.99
在三个方案中，我们较喜欢澳大利亚的模式：怀有无限期地以有关区域为家的意图。这是因为居籍的概念与一个人的家有关。我们认为这个模式能更佳地捕捉该概念的神髓、更易理解和在实施时更简单易明。此外，家之概念在儿童居籍的个案中亦被采用。我们注意到联合王国的两个法律委员会亦在其谘询文件中建议采用此模式。然而，它们忧虑，这个验证可能使到意图在某一区域逗留但不在任何一地建立固定居所的无固定工作的人士不能取得该区域的居籍。该两个委员会因此采用“意图无限期地在一个区域定居”的验证。
 我们注意到该两个法律委员会的忧虑，但我们相信无固定工作的人士能够确立他以某一区域为家的意图，即使他欲在该区域内各地流转而不在任何一地永久逗留亦然。我们宁愿应用“以某地为家”的验证，而不取“定居”的验证，因为我们认为定居的概念没有那么精确。此外，“定居”的概念在《入境条例》（第115章）附表1第1(5)节中有专门的涵义。
 这是备受争议的课题，香港终审法院最近曾考虑过第1(5)(b)节就永久居留的申请附加的条件（即在香港的逗留是不受期限限制）是否符合宪法。
 终审法院裁定该项规定违宪。为免事情复杂化，我们认为应该在居籍问题方面避免使用“定居”的概念。
建议7
我们建议已届成年并具行为能力的人如要取得居籍，所需的意图应是当事人意图无限期地以有关区域
 为家。
4.100
根据香港的现行法律，在断定居籍的更改时会考虑就有关意图而作出的声明，但这些声明必须按它们是向谁人作出、为何目的作出和在何种情况下作出而加以考虑。
 这些声明必须有与声明符合的行为进一步的支持和落实。
 因此，在案例中法院在裁定一个人的居籍时，对就所需意图而作出的声明的信赖程度各有不同。对于有提述“居籍”的声明，法院通常都抱怀疑态度，因为作出声明的人被认为是不可能明了该概念。

4.101
南非法律委员会认为，这个声明会释除就有关人士的意图而发表的不同意见。
 然而，该委员会总结认为，援引有关声明所可能带来的坏处多于可能的得益。该委员会关注当事人为了使自己得益而不当地使用声明，而周遭的状况则显示与声明相反的情况。
4.102
我们认同关乎居籍的声明不应具决定性作用，而只应作为考虑因素之一。法院亦应查究有关人士的行为及所有案情，并不应过分看重有关声明。现行法律应保持不变。
(d) 是否需要对意图作出推定
4.103
曼安托巴省是唯一对意图订立推定的司法管辖区：推定一个人怀有无限期地居住在其主要的家所处的地方之意图，但如有证据显示相反意图则作别论。
 香港可以考虑是否需要作出相若的推定。
4.104
至少在成年人方面而言，居籍的更改应该在该人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因为该人的日常生活会显示其意图已经更改。我们认为检视和分析当事人的生活状况比起依赖推定是更为适当的做法。由于毋须负起分析当事人生活背景的重任，依赖推定可能令居籍断定的工作较易为之，但我们关注到在某些情况下作出推定可能会引致荒谬的结果。即使有关推定是可反驳的，我们在权衡利害后，相信引致不公义的风险大于应用推定而得的益处。
(e) 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法则应否由持续规则取代
4.105
有多个司法管辖区（澳大利亚、曼安托巴省、印度、新西兰及南非）废除了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法则。在这些司法管辖区，一个人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取得另一居籍为止。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亦建议废除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法则和采用持续规则。保留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法则的司法管辖区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及联合王国。香港应考虑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法则应否由持续规则取代。
4.106
我们较早前建议废除生来的居籍的法则；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概念因而会自动消失。问题在于应否有另一概念取代它。所有废除了生来的居籍的恢复这法则的司法管辖区皆采用了持续规则：一个人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取得另一居籍为止。联合王国的两个法律委员会均建议持续规则。我们的回应是这规则具有多个优点足以大力支持采用它：(a) 它简化了有关法律，而毋须另订放弃居籍的规则；(b) 这做法与其他司法管辖的做法一致；(c) 它确保一个人至少是以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为其居籍；(d) 它是一个较生来的居籍的恢复的法则更为简明的概念；及(e) 它消除了生来的居籍的恢复的法则中的极为随意性。

4.107
在采用了持续规则的司法管辖区之中，它们的相关规定各有不同。澳大利亚
 和曼安托巴省
 订立了相若的规定：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具有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取得另一不同的居籍为止。在印度，新的居籍会持续，直至恢复以前的居籍或取得另一居籍为止。
 新西兰有两项规定关于此点。首先，一个人在紧接其成为有能力具有独立居籍之前所具有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根据《居籍法令》第9条取得新的自选的居籍为止。
 第二，根据第9条取得的新居籍持续，直至根据同一条文取得新的居籍为止。
 南非的规定是任何人皆不会丧失其居籍，直至他不论藉选择或藉法律的实施而取得了另一居籍为止。
 最后，联合王国两个法律委员会的报告书所附连的法令草案草拟本规定成年人的自选的居籍，或精神上无能力行事的人在恢复能力时获取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取得另一居籍为止。
 然而，持续规则看来只适用于此两类居籍。
4.108
我们看不到有需要如新西兰般订立两项独立分开的条文。我们认为澳大利亚、曼安托巴省及南非的条文应该具有相若的效果。我们认为加入以下措词：“不论藉选择或藉法律的实施”（一如南非的条文），会使条文清楚地涵盖藉法律的实施而取得居籍（例如在儿童居籍案中最密切联系的验证）。
建议8
我们建议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具有的居籍应持续，直至他不论藉选择或藉法律的实施而取得一个不同的居籍为止。
已婚女子的居籍
澳大利亚
4.109
在普通法上，已婚女子的居籍依从其丈夫的居籍，亦随其丈夫的居籍更改而更改，直至该宗婚姻因离婚或死亡而解除为止。即使夫妇二人非正式分居
 或按照法院命令分居，
 情况依然如此。《1975年家事法法令》（Family Law Act 1975）及《1961年婚姻法令》（Marriage Act 1961）
 就该两条法令而言，废除了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概念，而联邦的《1982年居籍法令》则就所有目的而言弃用了这个概念。
 已婚女子现能取得其自选的居籍。她的居籍是独立分开断定，而毋须援引指她的居籍与其丈夫的居籍是一致的推定。

4.110
在联邦的《1982年居籍法令》开始实施前的任何时间，一个人的居籍会按犹如该法令没有制定一样而断定。
 这意味着已婚女子附属居籍的废除并没有追溯力。因此，在2003年的法律程序中关于已婚女子在1979年的居籍问题，
 是按“犹如该法令未有制定一样”而断定，而关于附属居籍的普通法规则仍然适用。在联邦的《1982年居籍法令》开始实施后的任何时间，已婚女子的居籍则会按犹如该法令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

加拿大
4.111
在曼安托巴省，《1983年居籍与惯常居住地法令》第3(b)条明文废除关于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的普通法规定，但该法令不影响在该法令开始实施前任何时间任何人的居籍。

印度
4.112
普通法规则规定女子藉婚姻而取得其丈夫的居籍，并且在婚姻期间，她的居籍依从其丈夫的居籍。这条规则已在法例上反映。
 然而，在两个例外情况下，妻子能够取得自己的居籍：她根据法院判令而与丈夫分居；或其丈夫被判流放。
 在印度，已婚女子附属居籍的概念备受严厉批评：
“使人十分遗憾的是印度的法院盲目地依循英格兰就夫妻二人居籍的一体性所作的裁决。印度享有自由，法院不一定要这样做。…… 使人十分好奇的是，我们的法官在热衷依循英格兰的先例之余，竟然忽略了《1925年印度继承法令》的具体条文。如果他们真的有参考第16条的解释，他们就可能会达致不同的结论。…… 第16条的解释之具体条文订明妻子如果已获裁判分居或其丈夫被判流放，则其居籍不会依从其丈夫的居籍。即使有这条具体条文，我们看来仍想死抱外国虚构的事物不放。我们的法院至少可以把这原则轻易地引用于夫妻二人分居或丈夫已遗弃妻子的个案。”

爱尔兰
4.113
普通法对已婚女子订立的附属居籍之规则于1986年10月2日被废除。
 现时断定已婚女子的居籍，须参照适用于任何其他有能力取得独立居籍的人的相同因素。
 这适用于每一宗婚姻，不论该宗婚姻在何地和根据何种法律而举行，也不论婚姻双方在结婚时的居籍为何。

4.114
一个人的居籍在1986年10月2日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间分别是按犹如该法令没有通过或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
 所得效果是在该法令实施日期前结婚的女子不会在该日期后保留其丈夫的居籍作为其自选的居籍，除非她符合居住和意图的规定。此举确保断定她在法令实施日期后的居籍时，不会受她以前的附属居籍“遗留下来的影响”。
 妻子的居籍在法令实施日期后的任何时间会按犹如该法令“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正如任何其他独立自主人士的情况一样，而不是简单地采用妻子以前的附属居籍作为其自选的居籍。
马来西亚
4.115
已婚女子附属居籍的规则在马来西亚仍然适用。槟城的里格比法官（Rigby J）裁定已婚女子的居籍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其丈夫的居籍相同，即使双方分开居住亦然。

新西兰
4.116
《1976年居籍法令》规定，在1981年1月1日当日或之后，
 每个已婚人士皆有能力具有独立居籍。不论婚礼是在何地举行或婚礼是根据何种法律举行，也不论婚姻双方在结婚时的居籍为何，情况皆一样。
 该法令亦明文废除了已婚女子据以取得其丈夫居籍和在婚姻存续期间不能具有另一居籍的普通法规则。

4.117
任何人的居籍在1981年1月1日之前的任何时间须按犹如该法令没有通过一样而断定，而在该日期之后的任何时间则须按犹如该法令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
 因此，有关情况与澳大利亚的相若。
新加坡
4.118
由1981年6月1日起，《妇女约章》（Women’s Charter）（第353章）第47条
 废除了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的概念。它亦规定，在断定已婚女子的居籍时，须参照适用于任何其他独立自主人士的相同因素。然而，凡是在该日期之前结婚并具有附属于其丈夫的居籍的女子，则会保留其丈夫的居籍作为其自选的居籍（如果该居籍不是其生来的居籍的话），直至该居籍在该日期或之后因她取得或恢复另一居籍而被取代为止。
 第47条几乎与联合王国的《1973年居籍与婚姻法律程序法令》第1条完全相同。
南非
4.119
正如在上文“成年人的居籍”标题下的讨论，任何人年满或年逾18岁，或未满该年岁但依据法律而享有成年人地位，皆不论性别或婚姻状况，具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换言之，已婚女子亦能取得其自选的居籍，而她在结婚时，其居籍并不会依从其丈夫的居籍。
4.120
《1992年居籍法令》不影响在该法令实施前的任何时间一个人凭借他具有的居籍而取得、产生或招致的任何权利、能力、义务或法律责任，也不影响在该法令实施前的任何时间所作出的任何作为的合法性。
 于该法令实施时，任何在法院待决的法律程序须按犹如该法令没有通过一样来办理和作出判决。
 此举确保该法令不会有追溯力。已婚女子的居籍在该法令实施日期前任何时间须按犹如该法令没有制定一样而断定，而关乎附属居籍的普通法规则仍然适用。
联合王国
4.121
《1973年居籍与婚姻法律程序法令》规定，在确定任何已婚女子于1974年1月1日
 后任何时间的居籍时，须参照适用于任何其他能取得自选的居籍的人士的相同因素。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的概念已被废除。
4.122
任何女子如果在1974年1月1日前结婚并具有附属于其丈夫的居籍，便会保留该居籍（作为其自选的居籍，如果该居籍不是其生来的居籍的话），直至该居籍在该日期或之后因她取得或恢复另一居籍而被更改为止。
 所得效果是任何已婚女子如果在1974年之前已在其丈夫的居籍所在的区域以外的区域居住，只要她怀有所需的意图，便会在1974年1月1日自动取得新的自选的居籍。她如果没有如此居住，则她便会保留其附属居籍，而这个居籍只会在她放弃下才能更改。她如果放弃这个居籍，则她便会取得自选的居籍，或她的生来的居籍便会恢复。
4.123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认为，废除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的过渡性条文并不理想和过于随意。它们宁选澳大利亚的模式，并建议应该依循该模式。

可供选择的方案及结论
4.124
在我们研究的各个司法管辖区中，只有印度和马来西亚保留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之普通法规则。所有其他司法管辖区皆已废除该规则。
4.125
我们曾考虑《性别歧视条例》（第480章）能否纠正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所引致的毛病。第480章于1995年制定，旨在将基于性别、婚姻状况及怀孕的某些种类的歧视定为违法以及就委出平等机会委员会订定条文。该条例是以英格兰的《1975年性别歧视法令》（Sex Discrimination Act 1975）为蓝本。
 然而，第480章并无订立全面保障以防止歧视，而只是将性骚扰及在指明范围内某些种类的歧视（例如雇佣、合伙、职工会、教育、设施、服务、大律师、会社等）定为违法。因此，第480章看来并不适用于一个人的居籍的断定。
4.126
正如在第2章所讨论，《基本法》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除同《基本法》相抵触外，予以保留）及第二十五条（规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结合的效果可能已默示废除了关于已婚女子附属居籍的普通法规则。然而，虽然爱尔兰有判例就相同的规定而确认了这普通法规则是违宪的，但香港仍未有案例关于此事。为了使有关事宜明确无疑，我们建议废除这条普通法规则。
4.127
由《婚姻诉讼条例》（第179章）第11C条在1996年6月24日实施起，任何已婚女子就法院在离婚、婚姻无效、裁判分居等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而言，能有独立居籍。按照我们的建议，如果现时就各方面而言而废除已婚女子附属居籍的普通法规则，则会有第二个截断日期。为了避免因一件事有两个截断日期而引起混乱，我们曾考虑过应否把全面废除这普通法规则的日期追溯至1996年6月24日。然而，这样做便会对那些按照当时实施的法律而制订计划的人造成不利影响。我们紧记此点，因此认为废除这事宜不宜有追溯力。
4.128
既然废除这普通法规则不应有追溯力，我们考虑过废除了这规则的司法管辖区所采用的两类可供选择的过渡性条文。第一类是任何人的居籍于相关法例实施日期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间须分别按犹如该法例没有通过或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在澳大利亚、曼安托巴省、爱尔兰、新西兰、南非以及根据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的建议，情况就是这样。第二类（正如新加坡和联合王国一样）则是任何女子如果在相关法例的实施日期前结婚，则便会保留其附属居籍，直至在该日期或之后因她取得或恢复另一居籍而更改为止。
4.129
我们会在本章后部在另一标题下主要地讨论过渡性条文的问题。就已婚女子的居籍而言，我们赞同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的看法。它们认为第二类过渡性条文并不理想和过于随意，因为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即使在废除该规则后也会持续作为自选的居籍，直至她取得新居籍为止。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以下例子说明我们认为过渡性问题应如何解决（即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正如联合王国的两个法律委员会亦建议采用）。
例子
十五年前，当时以香港为其居籍的甲（妻）与当时以法国为其居籍的乙（夫）结婚。夫妇二人然后在香港居住，但他们在婚后不久便移居欧洲。在过去十五年，夫妇二人曾在数个不同的欧洲区域居住，但从未在其中任何一处逗留多于几年。他们现居于法国，但他们预计会在一年后移居纽约。
在改革建议实施之日断定甲的居籍，应毋须参照甲在结婚时会取得其丈夫的居籍的普通法规定。据此，既然没有证据证明甲意图无限期地以某区域为家而身处该区域，甲便会以香港为其居籍。根据依循《1973年居籍与婚姻法律程序法令》模式的条文，甲相当可能会以法国为其居籍；因为在改革实施后，她的法国居籍会被推定为持续，并且不会被其他居籍取代，直至她离开法国和在另一区域定居为止。
建议9
我们建议废除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

澳大利亚
4.130
联邦的《1982年居籍法令》明文指出它不会改变关于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之普通法规则。
 任何人如果在精神上没有能力怀有取得居籍所需的意图，便不能取得独立居籍。
 如果一个人于未成年期间便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即使他在成年后，他的附属居籍也会持续。
 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于成年后才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他在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会保持不变，只要他持续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便是如此。
 他的居籍看来是不能由他的监护人更改。

加拿大
4.131
任何人如果天生是精神上无足够能力，只要他仍是精神上无足够能力或仍是儿童，则会按照断定儿童居籍的规则而断定其居籍。
 换言之，他的附属居籍会持续，只要他仍是精神上无足够能力或仍是儿童便是如此。另一方面，任何人如果在出生后的任何时间变为精神上无足够能力，则会保留紧接他在变为精神上无足够能力之前具有的居籍，只要他仍是精神上无足够能力便是如此。

印度
4.132
精神错乱者除了藉附属于另一人的居籍外，不能取得新的居籍。
《1925年印度承继法令》没有清楚指明谁是“另一人”。然而，有人认为“另一人”是(a) 精神错乱者所依靠的父或母（如果精神错乱者是未成年人）；及(b) 丈夫（如果精神错乱者是已婚女子）。
 如果精神错乱者是成年人，并有监护人，则该名监护人就该法令而言，便是“另一人”。
 英格兰法院裁定
 精神错乱的成年人的居籍在他变成精神错乱时便冻结不变。
 有论者认为印度法院不应依循英格兰法院的裁决。
爱尔兰
4.133
如果一个人于未成年期间便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即使他在成年后，他的附属居籍也会持续。
 然而，如果他于成年后才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他在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便会适用，只要他持续在该状况便是如此。

马来西亚及新加坡
4.134
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是由英格兰普通法所规管的。
 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于未成年之前开始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即使他在成年后，其居籍仍持续按犹如他是儿童一样而断定。
 另一方面，如果他于成年后才开始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他在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便会持续，只要他持续在该状况便是如此。

新西兰
4.135
任何人如果没有能力怀有无限期地在某一区域居住的所需意图，则不能取得独立居籍。
 至于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怀有该意图则是一个事实问题。
 如果一个人由于在16岁之前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而变为没有能力取得独立居籍，则在他不再是儿童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便会持续，直至他不再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并取得新居籍为止。
 这是因为有规则规定一个人在紧接变为有能力取得独立居籍之前具有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变为如此有能力并确实取得了新居籍为止。
 这规则亦适用于以下的情况：任何人如果曾经有能力取得独立居籍，但其后因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而变得没有能力这样做。在这情况下，他会保留紧接他在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具有的居籍，直至他再变为有能力并事实上已取得另一居籍为止。

南非
4.136
在南非，任何人如果在精神上没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选择，便没有足够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反之，他会以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为其居籍。

联合王国
4.137
精神紊乱
 的人由于不能运用其意志，因此不能取得或放弃自选的居籍。
 如果他在16岁之前患有精神紊乱，他的居籍会持续按犹如他是个未满16岁的未婚人士一样而断定，即使他已是成年人亦然。
 然而，如果他在16岁生日之后或在16岁前结婚后，才患有精神紊乱，则在患有精神紊乱期间，他会保留他在紧接他开始患有精神紊乱之前具有的居籍。

4.138
在苏格兰，有关案例不多，但精神紊乱的人看来会保留他在变为精神紊乱之时所具有的居籍。
 如果他在年届成年前变为精神紊乱，则他的居籍可由其父母或其他亲生监护人更改。

4.139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就改革断定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的规则而提出多项建议。它们的建议如下：
(a)
任何人如果已年届16岁但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则应以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为其居籍；

(b)
至于一个人是否在精神上具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则是一个事实问题；

(c)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在重获精神上行为能力时保留他在重获该能力之前具有的居籍。

可供选择的方案
4.140
在澳大利亚、爱尔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联合王国及香港，断定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之规则均是相同的。分水岭在于一个人是在成年之前或之后才开始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如果他在成年之前开始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他的附属居籍即使在他成年后也会持续。如果他在成年之后才开始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他在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便会冻结，只要他持续在该状况便是如此。
4.141
在我们研究过的其余的司法管辖区，有关规则皆不尽相同。在曼安托巴省，分水岭在于当事人是在出生时或在出生后的任何时间变为精神上无足够能力。在前者的情况，他的附属居籍会持续，只要他仍是精神上无足够能力便是如此。在后者的情况，他会保留他在紧接变为精神上无足够能力之前具有的居籍，只要他持续在该状况便是如此。
4.142
在新西兰，一个人在紧接有能力取得独立居籍之前具有的居籍会持续，直至他取得一个独立居籍为止。
 这规则适用于一个人无论在成年之前或之后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情况。
4.143
南非的情况则较为简单。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以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为其居籍。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亦建议作出这样的更改。最后，在印度，精神错乱者的居籍依从另一人的居籍，但往往不清楚谁是“另一人”。
结论
4.144
在香港，关乎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之法律与澳大利亚、爱尔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及联合王国的有关法律相同。有关法律在两方面导致随意性。首先，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在开始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时，其居籍便被冻结。第二，如果他在成年之前开始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其居籍便会按他犹如是儿童一样而断定，只要他仍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便是如此。
4.145
实质上，就居籍而言，儿童和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情况是类似的：两者皆没有能力怀有取得独立居籍所需的意图。我们认为，我们就儿童居籍所建议的最密切联系的验证亦应适用于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个案。这样做会避免如上所述的随意性和赋予法院灵活性使其达致恰当的结论。换言之，就儿童居籍的断定而言，不论他们的精神上行为能力如何，皆应采用一致的处理办法，即最密切联系结合有关推定一并使用。在年届成年时，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仍应按最密切联系的验证而断定，但毋须引用适用于儿童的推定。在断定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居籍时，会在考虑所有案情后才作决定。联合王国的两个法律委员会认为这个处理办法会避免把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牢不可改地固定下来，而会容许他的居籍可因应他的情况改变而改变。
 南非亦赞赏这个处理办法是朝正确方向踏出明智的一步。

4.146
我们亦考虑过最密切联系的验证会否被人操控以图为另一人谋取利益。第三者可能利用与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有关的情况，以图在一些个案中（例如财产的转予），引发应用更有利于该名第三者的法律制度。我们同意联合王国的两个法律委员会
 的意见，认为在这情况下，该验证本身应可赋予法院充分的灵活性，使法院可把人为操控的因素放在考虑之列而达致最恰当的裁决。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订立特别条文以防可能有人为操控的情况出现。
4.147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可以在成年期间的任何时间从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状况恢复过来。问题是如何断定他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后的居籍。一个可能的做法是让他自动重获他在失去精神上行为能力之前所具有的居籍。另一个可能的做法是让他保留他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期间最后藉应用最密切联系的验证而具有的居籍。前者的做法可能把他与已离开很久而只有些微联系的区域连结起来。第二个做法会至少把他与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之前最后被视为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联系起来。当然，他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后，便有可能取得新的独立居籍。因此，我们建议，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后，便应保留他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
4.148
虽然未有案例支持，但有论者认为，一个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程度会否令致他无能力怀有更改其居籍所需的意图，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问题在于他是否有能力怀有以某一区域为家所需的意图。我们不认为，为了查究该事而宜于作出假设，例如强制性羁留或监护权便自动意味着当事人无能力怀有取得居籍所需的意图。该等程序关乎当事人的当前情况和合作的意愿多于关乎与居籍法律相关的因素。
 因此，我们认为，令致成年人无能力取得居籍的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程度或种类，应该是一个事实问题。
4.149
南非法律委员会认为，长期昏迷的人不会有能力怀有所需的意图。该委员会建议，就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而订定的有关条文，其措词应该涵盖昏迷人士。我们同意，有关条文应不仅涵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士，亦应涵盖昏迷人士、植物人或半植物人和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怀有所需意图的任何其他人士。我们认为此等人士的居籍应按我们在上文所建议的方法而断定，而将来法例的措词亦应涵盖此建议。
建议10
我们建议：
(a)
在年届成年时，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应该以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
 为其居籍；
(b)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后，便应保留他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
(c)
有关条文应该不仅涵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士，亦应涵盖昏迷人士、植物人或半植物人和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怀有所需意图的任何其他人士。
4.150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讨论了其他多个问题。首先，该两个法律委员会曾考虑，有否需要就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是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的情况而订立特别条文。我们同意该两个法律委员会的意见，认为藉最密切联系的验证断定父或母及其子女的居籍并无不恰当；而如果子女与父或母同住，则有关推定便适用。
 第二，有人建议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只应在主管当局同意下才可更改。该两个法律委员会否定此说。
 我们接受该两个法律委员会的结论，认为这样做只会为有关法例增添随意性。最后，有人建议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被法院命令居住之地应定论为是与他有最密切联系之地。我们赞同该两个法律委员会否定此说。
 如果当事人只与被法院命令居住之地有很少联系，此建议便可能引起荒谬的结果。因此，我们总结认为，不必就以上各种情况订立特别条文。
举证准则
澳大利亚
4.151
普遍人接受断定一个人居籍的举证准则是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然而，在Fremlin v Fremlin 一案，法庭对于寻求证明生来的居籍已转换之一方施加更高的举证准则。
 然而，如果须断定居籍之日是在联邦的《1982年居籍法令》实施日期当日或该日之后，这案例的判决已被该法令修改。
 换言之，要转换的居籍不论是否为生来的居籍，现时的举证准则均没有作出区别。
新西兰
4.152
在新西兰，一般的民事举证准则（即相对可能性的衡量）足以证明根据《1976年居籍法令》取得新的居籍。
 所得效果是不论情况如何，有关居籍更改的举证准则皆是一样。
南非
4.153
《1992年居籍法令》第5条清楚指出，一个人的居籍之取得和丧失是由法院按相对可能性的衡量而裁定。不管要放弃的居籍是什么，举证准则也是一样。
其他司法管辖区
4.154
在曼安托巴省、印度、爱尔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联合王国，皆无具体法例条文说明举证准则。因此，普通法规则相当可能仍会适用于这些司法管辖区。在民事案方面，举证准则是相对可能性的衡量，但当由生来的居籍更改为自选的居籍时，早期案例显示举证准则较相对可能性的衡量繁苛。
“居住”及“意图”的要素必须证明至“完全清晰及令人满意”
 或“超出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然而，近期的案例看来宁取相对可能性的衡量作为举证准则，
 但这方面的情况仍未明确。
4.155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在检讨过现时的情况后，建议民事案所采用的相对可能性的衡量之举证准则皆应适用于所有关于居籍的争议。此举意味着不必采用较繁苛的举证准则。
可供选择的方案及结论
4.156
如果要转换的居籍是生来的居籍，香港的现时情况是举证准则可能要求高于相对可能性的衡量。然而，我们已建议应废除生来的居籍的概念，而我们亦认为没有充分理由去为不同种类的居籍订立不同的举证准则。为使情况明确无疑，我们认为香港应该规定在所有关于居籍的争议中，举证准则应该是一样的（即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建议11
我们建议民事案所采用的相对可能性的衡量之举证准则皆应适用于所有关于居籍的争议。
在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的居籍
澳大利亚
4.157
联邦的《1982年居籍法令》就断定一个人在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的居籍，订立具体条文。按照经该居籍法令所修改的普通法关于居籍的规则，一个人如果是以一个联盟为其居籍，但不是（除了因这条文外）以该联盟内的任何区域为其居籍，则他便会以与他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为其居籍。
“联盟”（union）一词有宽广的定义，指任何属联盟或联邦的区域，或其他由两个或以上的区域组成的集合体，并包括澳大利亚。
“区域”（country）一词包括任何州、省或其他地区而该地区是组成一个区域的两个或以上的地区之一。
 因此，这条文涵盖了联邦国家（例如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和设有多于一个法律制度的单一的主权国家（例如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四个法律区，因此大抵也会包括在内。
4.158
所得效果是任何人如果已取得在整个联盟的居籍，则会获分配在联盟内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某一区域（州、省或地区）的居籍。
新西兰
4.159
任何人如果是以组成一个联盟的其中一个区域为其居籍，则也是以该联盟为其居籍。
“区域”（country）的定义是指在紧接《1976年居籍法令》实施前，一个人可以其作为居籍的一类地区。
“联盟”（union）的定义是指由两个或以上的区域组成的国家。

4.160
此外，一个人如果通常居住于一个联盟，并意图在该联盟无限期地居住，但仍未怀有在组成该联盟的任何区域无限期地居住的意图，则会当作为意图无限期地居住于：
(a)
他通常居住的组成该联盟的区域；
(b)
他所身处的区域（如果他不是通常居住于任何该等区域）；或
(c)
他最后身处的区域（如果他不是通常居住于任何该等区域或不是身处任何该等区域）。

其他司法管辖区
4.161
我们研究过的其他司法管辖区（曼安托巴省、印度、爱尔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及联合王国）没有就断定一个人在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的居籍而订立具体条文。在这些司法管辖区，如果一个人欲藉在一个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居住但未决定在该国家的哪一个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定居而放弃其现有居籍，则根据现行法律，他不会取得该国家的任何区域的新居籍。反之，他现有的居籍会持续或他的生来的居籍会恢复，视乎居籍的恢复的概念在现行法律下存续与否而定。
4.162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在讨论过现行法律的不妥善之处以及考虑过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法律后，提出以澳大利亚条文为蓝本的下述改革建议：
“如果根据有关通则，身处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而意图在该国家无限期地定居的人不被认定以该国家内的任何区域为其居籍，则他应以当时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该国家内的区域为其居籍。”

可供选择的方案及结论
4.163
可供香港选择的方案是考虑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相关条文，以及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的改革建议。保持现状不变是另一可供选择的方案。
4.164
根据香港现行法律，如果一个人居于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而未决定在该国家内的哪一个区域永久或无限期地定居，则他的生来的居籍便会恢复而他不会取得该国家的任何区域的新居籍。如果我们提出废除生来的居籍的建议获得采纳，则这个毛病便会消除。然而，如果一个人前往联邦国家但仍未决定在该国家内的哪一个区域定居，则用作取代恢复法则的持续规则会把该人与他欲放弃的区域连结起来。我们认为适宜透过就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的居籍订立具体条文而避免出现这个毛病。
4.165
新西兰的条文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条文详细，它具体说明三种可能性和使用通常居住的概念去断定一个人的居籍。我们认为这个模式有多项毛病。首先，某人通常居住于一个区域不一定表示他意图永久以该区域为家。第二，一个人如果不是通常居住于任何区域，则按照《居籍法令》第10(b)条，他便会以他在关键时间身处的那一个区域为其居籍，不论他与该区域的联系程度为何。第三，如果一个人在关键时间既非通常居住于也非身处任何区域，则会以他最后身处的区域为其居籍。这项规则亦有同样毛病。问题之根源在于未有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意图。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认为，新西兰的条文“看来是为了简便而在有些情况下换来的代价是极度的随意性。”

4.166
反之，澳大利亚的模式可藉采用最密切联系的验证而使法院可在考虑所有案情（包括有关人士的意图）后才断定其居籍。我们认为此举更加可能会达致恰当的结论。因此，我们建议应采用最密切联系的验证。我们建议采用中性的词语，例如“复合国家”去代替“联盟”
 以包括有数个法律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例子
甲在出生时是以中国大陆为其居籍，并在20岁时离开中国大陆，永久定居于纽约。甲在纽约居住了20年并在该地成家立室。三年前，甲永久离开纽约，并决定永久留在中国。甲以上海及香港为家，并大概平等地把他的时间分配在这两个城市。然而，甲未有决定他欲在哪一个城市定居。
在这情况下，要断定甲是以香港还是以上海为其居籍，就要应用最密切联系的验证。然而，甲的纽约居籍不会持续（如根据现行普通法规则，该居籍就好可能会持续）。
建议12
我们建议如果根据有关通则，身处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并意图无限期地以该国家为家的人不被认定为以该国家内的任何法律区为其居籍，则他应具有当时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区的居籍。
过渡性条文
澳大利亚
4.167
联邦的《1982年居籍法令》于1982年7月1日实施。一个人的居籍在该法令实施前的任何时间是按犹如该法令没有制定一样而断定。
 他的居籍便按照普通法规则断定。在《居籍法令》实施后的任何时间，一个人的居籍则须按犹如该法令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
 此外，该法令不影响任何法院在该法令实施前已展开的任何法律程序的司法管辖权。
 这些条文的目的是确保《居籍法令》没有追溯力。
加拿大
4.168
曼安托巴省制定了相若的条文。《1983年居籍与惯常居住地法令》既不影响一个人在该法令实施前任何时间的居籍，
 亦不影响任何法院在该法令实施前已展开的任何法律程序的司法管辖权。

新西兰
4.169
新西兰《1976年居籍法令》的过渡性条文与以上所述的大概也是一样。一个人在该法令实施前任何时间的居籍须按犹如该法令没有通过一样而断定，而一个人在该日期后任何时间的居籍须按犹如该法令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

南非
4.170
南非《1992年居籍法令》的过渡性条文，在措词方面有所不同。1992年的法令不影响在该法令实施前任何时间任何人凭借他具有的居籍而取得、产生或招致的任何权利、能力、义务或法律责任，也不影响在该法令实施前任何时间所作出的任何作为的合法性。
 于该法令实施时，任何在法院待决的法律程序须按犹如该法令没有通过一样来办理和作出判决。

其他司法管辖区
4.171
至于我们研究过其余的司法管辖区，印度、爱尔兰、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并无过渡性条文。然而，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建议采用下述的过渡性条文：
(a)
关乎居籍的新法例不应有追溯力，并应适用于断定一个人在法例生效后任何时间的居籍；及
(b)
新法例亦应适用于在其生效前的任何时间，但只是为了断定一个人在其生效后任何时间以何地为其居籍。

可供选择的方案及结论
4.172
若改革关乎断定居籍的规则，则有些人的现有居籍好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考虑由现行规则过渡至新规则的问题。就在新规则生效之前或之后一个人的居籍而言，该等规则应如何运作？问题是新规则应否有追溯力。
4.173
如果新规则没有追溯力，则有另一问题要考虑。过渡性条文应如何措词？海外各地采用了四个不同的模式，可供香港考虑作为蓝本。第一个是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采用的模式；第二个是南非采用的模式；第三个是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建议的模式，而最后一个方案是曼安托巴省的条文。
4.174
建议制定的法例不宜有追溯力。主要的忧虑是这样做会对按照当时的法律而已订立计划的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制定过渡性条文。我们认为南非的模式过于详尽；我们宁取一个概括而简明的模式。我们同意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的意见，认为不必就待决的司法程序而制定独立分开的条文，原因有二。
 首先，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往往是在法律程序开始时决定的，而因此新法例不应就司法管辖权方面影响到待决的法律程序。第二，由于在这些法律程序中的其他事情皆涉及过去之事，而且要断定的居籍的日期则是在这些法律程序展开之前（即新法例实施日期之前），所以新法例并不会适用。
4.175
因此，我们认为采用如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所用的简单条文便已足够：一个人的居籍在法例实施前的任何时间将会按犹如法例没有通过一样而断定，而一个人的居籍在法例实施日期后的任何时间便会按犹如法例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鉴于法例会对那些按照当时的法律而已订立计划的人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认为在法例制定与法例实施之间应设立一个合理的期间，以便让有关人士有足够时间重新安排他们的事务。
4.176
如有了这项建议的过渡性条文，已婚女子的居籍在建议的法例实施后任何时间便会在以下基础上予以断定：她从未由其丈夫处取得附属居籍，即使在法例生效前亦如是（这是因为法例会被视为一直都有效）。这会确保她不会被当作保留她丈夫的居籍，直至她取得自己的独立居籍为止。
建议13
我们建议：
(a)
建议的法例不应有追溯力；
(b)
一个人的居籍在建议的法例实施日期前的任何时间应按犹如法例没有通过一样而断定；
(c)
一个人的居籍在建议的法例实施日期后的任何时间应按犹如法例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
编纂为成文法典
4.177
最后的问题是：我们就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规则所建议的改革应否以编纂一套完备法典的方式进行。一套法典是就某个课题而经过细心整理和正式公布施行的一个完备法律系统；它不仅汇集了关乎某个课题的现行的成文法规，亦汇集了相关的不成文法律（例如案例和惯例）。把某个课题的整套法律体系编纂为成文法典涉及对现行法律作出修改和增补。法典编纂的优点
 在于有秩序地和有系统地整理大量的法律概念，透过把有关法律集于一册而消除法律中矛盾和不明确之处。因此，公众人士更容易阅览到有关法律。另一方面，法典编纂亦有本身的局限。
 期望可以编纂出一套简单而完全为一般人明白的法典是不合理的。任何法典既不可能预见每一件会发生的事件，也不能根除不一致或含糊之处。我们会首先研究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和讨论一些相关问题，然后才作出我们的结论。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
4.178
在本谘询文件所研究过的司法管辖区中，只有澳大利亚、曼安托巴省、新西兰及南非制定了一条关于居籍的综合法规。在这些司法管辖区中，只有曼安托巴省的法例是就曼安托巴省法律的各种目的而言，把居籍法律编纂为法典。按照《1983年居籍与惯常居住地法令》第3条的规定，
 关乎居籍的普通法规则在曼安托巴省不再是法律。就曼安托巴省法律的各种目的而言，该法令把居籍法律编纂为法典。

4.179
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非的法例并不完全取代所有普通法规则。在澳大利亚，所有州份、北领土及联邦均使用几乎完全相同的用语制定《居籍法令》。此等《居籍法令》整体来说，显著地改变了普通法，但并未构成一套完备的法典。
 在新西兰，居籍原是一个普通法概念。其后，《1976年居籍法令》虽然并未完全取代关乎断定一个人居籍的普通法规则，但已大大修改了有关的普通法规则。
 在南非，《1992年居籍法令》把居籍规则列明。该法令并非一套详尽法典，而只是说明有关断定自然人的居籍之主要规则而已。
 未有受该法令修订的普通法仍是法律的来源。

4.180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亦曾考虑此事，并总结认为改革的形式应是把主要的规则在法例上作修订或再作说明。
 有关法例不应旨在提供一套详尽完备的法典，亦不应旨在把现时使用的所有用语或概念重新界定。在谘询期内，并没有反对此建议的意见。
结论
4.181
我们认为不宜完全用法例条文取代普通法。曼安托巴省的《1983年居籍与惯常居住地法令》第3条废除了所有普通法规则。对于是否适宜制定一条等同该法令第3条的条文，我们有所保留。然而，我们一致认为就关乎断定自然人的居籍的规则而言，有关法例应尽可能详尽。
4.182
我们提议采取中庸之道，把下述规管居籍的一般性原则以法例形式列明，然后才把关乎断定居籍的详细规则列入法例主体内：
(a)
每个人都有一个居籍。

(b)
无人可以在同一时间为了同一目的而有多于一个居籍。

(c)
就香港的法律冲突的规则而言，一个人以何地为其居籍的问题是按照香港法律而断定的。

为使有关事情明确无疑，我们亦建议在法例内加入一条保留条文，以保留与新法例规则没有不一致的现行普通法规则。
4.183
在曼安托巴省及南非，居籍法例均摒除了有关反致的法则。
 所得效果是如果某个问题由于有关人士是以另一区域为其居籍而须按照该区域的法律裁定，则在裁定该问题时只应考虑该区域的法律，但毋须理会当中任何规定把问题交由曼安托巴省（或南非，视属何情况而定）的法律或任何其他法律处理的规则。南非法律委员会在考虑该事情后，建议应把反致的法则在法例中明确地摒除。有关反致的普通法概念看来亦适用于香港。既然这法则涉及其他问题而非关乎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规则，所以应该另设课题加以详细研究，因为它可能带来广泛的影响。
建议14
我们建议：
(a)
就关乎断定自然人居籍的规则，建议的法例应尽可能详尽；
(b)
建议的法例应把下述关乎居籍的一般性规则列明：

—— 
每个人都有一个居籍；

—— 
无人可以在同一时间为了同一目的而有多于一个居籍；

—— 
就香港的法律冲突的规则而言，一个人以何地为其居籍的问题是按照香港法律而断定的；
(c)
制定保留条文，以保留并不与新的法例规则不一致的现行普通法规则。
第5章
各项建议总览和它们的实际影响
各项建议总览
第3章—— 应否保留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
5.1
应保留居籍作为一般性的连结因素，但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现行规则应按本谘询文件的建议作出修改。（建议1）
第4章——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改革的选择方案和建议
5.2
我们建议弃用生来的居籍和附属居籍这两个概念。（建议2）
5.3
我们建议在断定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居籍时不应对两者作任何区别。（建议3）
5.4
我们建议制定以下规则用作断定儿童的居籍：
(a)
儿童的居籍应该在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
(b)
如果儿童的父母的居籍在同一区域，而儿童与父母二人或其中一人共住，则便推定该儿童与该区域有最密切联系，除非相反证明成立则作别论；
(c)
如果儿童的父母的居籍不在同一区域，而儿童只与他们其中一人共住，则便推定该儿童与和他共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所在的区域有最密切联系，除非相反证明成立则作别论；
(d)
“父母”包括儿童的领养父母。（建议4）
5.5
我们建议，任何人如果不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则可在年满18岁时取得其自选的居籍。（建议5）
5.6
我们建议一个已届成年并具行为能力的人如要取得居籍，所需的作为应是身处有关区域。要取得香港的居籍，便须合法地身处香港，而一个身处香港的人会被推定为合法地身处香港，除非与直至确立该人非法地身处香港则作别论。要取得香港以外的区域的居籍，在该区域的法律下身处该区域是否合法这一点是香港法院考虑的因素之一。（建议6）
5.7
我们建议已届成年并具行为能力的人如要取得居籍，所需的意图应是当事人意图无限期地以有关区域为家。（建议7）
5.8
我们建议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具有的居籍应持续，直至他不论藉选择或藉法律的实施而取得一个不同的居籍为止。（建议8）
5.9
我们建议废除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建议9）
5.10
我们建议：
(a)
在年届成年时，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应该以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为其居籍；
(b)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后，便应保留他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
(c)
有关条文应该不仅涵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士，亦应涵盖昏迷人士、植物人或半植物人和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怀有所需意图的任何其他人士。（建议10）
5.11
我们建议民事案所采用的相对可能性的衡量之举证准则皆应适用于所有关于居籍的争议。（建议11）
5.12
我们建议如果根据有关通则，身处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并意图无限期地以该国家为家的人不被认定为以该国家内的任何法律区为其居籍，则他应具有当时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区的居籍。（建议12）
5.13
我们建议：
(a)
建议的法例不应有追溯力；
(b)
一个人的居籍在建议的法例实施日期前的任何时间应按犹如法例没有通过一样而断定；
(c)
一个人的居籍在建议的法例实施日期后的任何时间应按犹如法例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建议13）
5.14
我们建议：
(a)
就关乎断定自然人居籍的规则，建议的法例应尽可能详尽；
(b)
建议的法例应把下述关乎居籍的一般性规则列明：
—— 每个人都有一个居籍；
—— 无人可以在同一时间为了同一目的而有多于一个居籍；
—— 就香港的法律冲突的规则而言，一个人以何地为其居籍的问题是按照香港法律而断定的；
(c)
制定保留条文，以保留并不与新的法例规则不一致的现行普通法规则。（建议14）
建议的实际影响
5.15
我们希望本谘询文件的建议，能藉着简化居籍的概念和使一个人的居籍较易确定，从而改善普通法在这方面的复杂和混乱的情况。附件2以表列方式把现行规则和所建议的规则并列比较。实际上，我们认为所作的建议除了会改变已婚女子的居籍外，并不会改变很多人的居籍。有些已婚女子的居籍或近期离婚的女子，根据我们的建议而有的居籍与她们根据现行法律而有的居籍将会有所不同。然而，基于《基本法》第八条的规定，情况可能已经如此。我们认为必须清楚地解决此事、消除任何不确定之处、明确地处理过渡性问题以及一次过摒除带有歧视色彩的规则。
5.16
另一大改变是在儿童的居籍方面。现行规则主要基于父亲是一家之主的古旧观念。我们相信我们的建议会更切实反映现今社会的实况。
附件1
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规则之对照表
（此表列出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爱尔兰、马来西亚、
新西兰、新加坡和联合王国关乎断定一个人的居籍的现行规则。）
	
	儿童的居籍
	成年人的居籍
	已婚女子的居籍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
	举证准则
	在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的居籍
	过渡性条文

	香港
	生来的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被领养子女：未有定论

· 弃儿：以其在被拾获的区域为其居籍

附属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被领养子女：未有定论（见上文）
· 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父亲的居籍

	· 在18岁时：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居住+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
· 藉不再居住+不再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于当地而放弃自选的居籍
· 生来的居籍可恢复
	·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仍然适用
	· 于未成年期间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即使在成年后，附属居籍也持续
· 于成年后始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会持续，只要他维持在该状况便是如此。
	转换生来的居籍需较高的举证准则
	未有具体条文
	未有具体条文

	澳大利亚

	生来的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弃儿：以其被拾获的区域为其居籍

· 父母分开居住／父母其中一人去世：儿童具有与其共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

· 被领养子女：见下文
附属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父母分开居住／父母其中一人去世：儿童具有与其共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儿童的居籍并随其更改而更改

—— 直至儿童开始主要是与另一名父或母共住，或其父母恢复或开始一同居住

· 被两位领养父母领养：犹如他是该两位父母的婚生子女

· 被一位领养父或母领养：该位父或母的居籍

	· 在18岁时或已婚：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合法身处该地+意图无限期地以该地为家

· 藉离开该区域+不再意图无限期地在该区域居住而放弃居籍
· 生来的居籍不会恢复：现有的居籍（自选的居籍或附属居籍）持续，直至取得新居籍为止

	·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被废除

	·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不能取得自选的居籍

· 于未成年期间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即使他在成年后，他的附属居籍也会持续
· 于成年后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在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会持续不变，只要他仍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便是如此
	不论要转换的居籍是生来的居籍或是自选的居籍，举证准则皆是一样：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以联盟为居籍的人：亦 以在联盟内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为其居籍

	· 居籍在法令实施前的任何时间须按犹如该法令未曾制定一样而断定

· 居籍在法令实施后的任何时间须按犹如该法令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


	加拿大（曼安托巴省）

	· 父母有共同居籍：父母的居籍

· 父母没有共同居籍：与儿童共住的父或母的居籍

· 其他情况：儿童以其通常和经常居住的地方为其居籍

	· 任何人（儿童及精神上无足够能力的人除外）均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主要的家所在之地+居住的意图

· 推定有意图在主要的家所在之地无限期地居住

· 生来的居籍不会恢复：现有居籍（自选的居籍或附属居籍）持续，直至取得新居籍为止

	·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被废除

	· 天生是精神上无足够能力，而情况仍是如此或是儿童：居籍是按照有关断定儿童居籍的规则而断定

· 在出生后变为精神上无足够能力：只要仍是精神上无足够能力，便保留他在变为精神上无足够能力之前具有的居籍

	未有具体条文
	未有具体条文
	· 法令不会影响一个人在法令实施前任何时间的居籍

· 法令不会影响任何法院在法令实施前已展开的任何法律程序的司法管辖权


	印度
	生来的居籍
· 婚生：父亲；
 非婚生：母亲；

· 遗腹子女：父亲去世时的居籍；

· 弃儿：有意见认为弃儿的居籍在其被拾获的区域

附属居籍
· 依从他的生来的居籍得自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有三个例外情况）

· 其父母已分开居住的儿童的居籍：未有案例

· 被领养子女：很可能是领养父或母的居籍

	· 在18岁时：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居住+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

· 藉不再居住+不再意图无限期地在该地居住而放弃居籍
· 生来的居籍不会恢复

	·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仍然适用

· 两个例外情况：(1) 根据法院命令而与丈夫分居；(2) 其丈夫被判流放

	· 不能取得新居籍，但附属于另一人的附属居籍除外

· “另一个人”并未界定
	未有具体条文；（在普通法上，转换生来的居籍需较高的举证准则的规定可能仍然适用）
	未有具体条文
	未有具体条文

	爱尔兰
	生来的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弃儿：未有定论，但普遍接受弃儿的居籍在其被拾获的区域
附属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未有案例
· 被领养子女：未有定论
· 婚生子女的父母分开居住而该子女与母亲而非与父亲共住：母亲的居籍

	· 在18岁时或已婚：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居住+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
· 藉不再居住+不再意图无限期地在该地居住而放弃居籍
· 生来的居籍可恢复
	·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已废除

· 居籍在法令实施前的任何时间须按犹如法令没有通过一样而断定，而居籍在法令实施后的任何时间须按犹如法令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

	· 于未成年期间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即使在成年后，附属居籍也持续
· 于成年后才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在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会持续，只要依然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便是如此
	未有具体条文（在普通法上，转换生来的居籍需较高的举证准则的规定可能仍然适用）
	未有具体条文
	未有具体条文

	马西来亚
	生来的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被领养子女：未有定论

· 弃儿：居籍在他被拾获的区域
附属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被领养子女：未有定论（见上文）
	· 18岁：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居住+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
· 藉不再居住+不再意图无限期地在该地居住而放弃居籍
· 生来的居籍不会恢复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仍然适用
	· 于未成年期间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即使在成年后，附属居籍也持续
· 于成年后才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在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会持续，只要依然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便是如此
	未有具体条文（在普通法上，转换生来的居籍需较高的举证准则的规定可能仍然适用）
	未有具体条文
	未有具体条文

	新西兰
	· 儿童=未满16岁的未婚人士

· 父母一同居住：父亲的居籍

· 父母不是一同居住，但儿童与父亲居住：父亲的居籍

· 父母不是一同居住而儿童不是与父亲居住：母亲的居籍

· 被领养子女：领养父母的居籍（或领养父或母的居籍），而其后的居籍会犹如他是领养父母所生的子女一样

· 弃儿：父母当作为仍然在生，他们并以弃儿被拾获的区域为他们的居籍

	· 16岁或于较早年岁时结婚：有能力取得独立居籍

· 新居籍：身在某一区域并意图在该区域无限期地居住

· 现有居籍持续，直至凭借第9条取得另一居籍为止

· 生来的居籍不会恢复

	·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已废除

	· 没有能力怀有无限期地在某一区域居住所需的意图：不能取得独立居 籍

· 由于在16岁之前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而变为没有能力具有独立居籍：在他不再是儿童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便会持续，直至他不再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和取得新居籍为止

· 曾经有能力具有独立居籍，但其后因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而没有能力具有独立居籍：保留紧接他在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具有的居籍，直至他再变为有能力和事实上已取得另一居籍为止

	在所有关乎居籍的争议中，采用相同的举证准则：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 通常居住+意图无限期地在联盟内居住，但未怀有意图无限期地在其内的任何区域居住：当作怀有意图无限期地在

· 居籍在组成联盟的某一区域：亦以联盟为其居籍

	· 居籍在法令实施前的任何时间须按犹如法令未有通过一样而断定

· 居籍在法令实施后的任何时间须按犹如法令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


	新加坡
	生来的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弃儿：居籍在他被拾获的区域
附属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被领养子女：领养父母的居籍（或领养父或母的居籍）

	· 在21岁时：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居住+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
· 藉不再居住+不再意图无限期地在该地居住而放弃居籍
· 生来的居籍可恢复
	·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已废除

· 在法令实施前结婚的女子保留附属居籍，直至该居籍在法令实施当日或之后因她取得或恢复另一居籍而被更改为止

	· 于未成年期间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即使在成年后，附属居籍仍持续
· 于成年后才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在变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会持续，只要他仍然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便是如此
	未有具体条文（在普通法上，转换生来的居籍需更高的举证准则的规定可能仍然适用）
	未有具体条文
	未有具体条文

	南非
	· 以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为其居籍

· 但如果与其父母二人或其中一人共住：父母居住之地就是其居籍

· “儿童”：未满18岁

· “父母”包括领养父母和没有互相结婚的父母

	· 在18岁时：不论性别或婚姻状况，皆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合法地身处某地+意图在该地无限期地定居

· 现有居籍持续，直至藉选择或法律的实施而取得另一居籍为止

· 生来的居籍不会恢复

	· 任何人不论性别或婚姻状况，皆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在精神上没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选择：没有足够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以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为其居籍

	在所有关乎居籍的争议中，采用相同的举证准则：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未有具体条文
	· 1992年法令不影响任何人在该法令实施前任何时间凭借他具有的居籍而取得的任何权利、能力等等，也不影响在该法令实施前任何时间所作出的任何作为的合法性

· 于法令实施时，任何在法院待决的法律程序须按犹如该法令没有通过一样而持续


	联合王国（现时情况）
	生来的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被领养子女：领养的父亲或母亲的居籍

· 弃儿：居籍在其被拾获的区域

附属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被领养子女：领养父亲或母亲的居籍

· 婚生子女／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如果其父母分开居住，而他与母亲（但不是与父亲）共住：母亲的居籍

· 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父亲的居籍

	· 在16岁时或在未满16岁时结婚
：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居住+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
· 藉不再居住+不再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在该地居住而放弃居籍
· 生来的居籍可恢复
	·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已废除

· 在法令实施前结婚的女子保留附属居籍，直至该居籍在法令实施当日或之后因她取得或恢复另一居籍而被更改为止

	· 在16岁之前患有精神紊乱：居籍须按犹如他是未满16岁的未婚人士一样而断定（即使他已是成年人亦是如此）
· 在16岁之后或在未满16岁结婚后患有精神紊乱：在患有精神紊乱期间，会保留他在紧接患有精神紊乱之前具有的居籍
· 在苏格兰，有关案例不多

	转换生来的居籍需较高的举证准则
	未有具体条文
	未有具体条文

	（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和苏格兰法律委员会的建议）
	· 居籍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
· 父母拥有同一区域的居籍+儿童与父母二人或其中一人共住，则推定该儿童是与该区域有最密切的联系
· 父母拥有不同区域的居籍+儿童与父母其中一人共住，则推定该儿童与和他共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所在的区域有最密切的联系
· 弃用生来的居籍及附属居籍
	· 在16岁时（未满16岁而结緍的儿童也没有例外）：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身处（但不是“居住”）+意图无限期地定居（但不是“居住”）
· 废除恢复生来的居籍的法则
	· 没有追溯力
· 废除《1973年居籍与婚姻法律程序法令》第1(2)条
	· 在16岁时：居籍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
· 一个人是否在精神上具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是一个事实问题
·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重获能力时保留他在重获该能力之前具有的居籍
	在所有关乎居籍的争议中，采用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身处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意图在该国家无限期地定居：居籍在该国家内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
	· 没有追溯力
· 新法例适用于在其生效前的任何时间，但只是为了断定一个人在其生效后任何时间以何地为其居籍


附件2
香港的现行规则与建议的规则
之对照表
	
	现行规则
	建议的规则

	儿童的居籍
	生来的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被领养子女：未有定论100
· 弃儿：以其在被拾获的区域为其居籍101
附属居籍
· 婚生：父亲；非婚生：母亲
· 被领养子女：未有定论（见上文）
· 获确立婚生地位的子女：父亲的居籍102
	· 弃用生来的居籍及附属居籍
· 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并没有任何区别
· 儿童的居籍在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
· 父母的居籍在同一区域+儿童与父母二人或其中一人共住，则推定该儿童与该区域有最密切联系，除非相反证明成立则作别论
· 父母的居籍在不同区域+儿童与他们其中一人共住，则推定该儿童与和他共住的那一位父或母的居籍所在的区域有最密切联系，除非相反证明成立则作别论
· “父母”包括儿童的领养父母

	成年人的居籍
	· 在18岁时：有能力取得自选的居籍
· 自选的居籍：居住+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
· 藉不再居住+不再意图永久或无限期地居住于当地而放弃自选的居籍
· 生来的居籍可恢复
	· 在18岁时而不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有能力取得居籍
· 要取得居籍：身处有关区域+意图无限期地以有关区域为家
· 要取得香港的居籍：须合法地身处香港，建议的规则会推定“身处香港”的合法性，除非与直至确立该事并非合法则作别论
· 要取得香港以外的居籍，身处某地是否合法这一点是法院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 废除恢复生来的居籍的法则
· 现有居籍持续，直至藉选择或藉法律的实施而取得另一居籍为止

	已婚女子的居籍
	· 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仍然适用
	废除已婚女子的附属居籍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居籍
	· 于未成年期间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即使在成年后，附属居籍也会持续
· 于成年后始变为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会持续，只要他持续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便是如此
	· 在18岁时：以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区域为其居籍
· 一个人是否在精神上有行为能力取得居籍是一个事实问题
· 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后，保留在恢复精神上行为能力之前最后具有的居籍
· 亦涵盖昏迷人士、植物人或半植物人和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怀有所需意图的任何其他人士

	举证准则
	转换生来的居籍需较高的举证准则
	在所有关乎居籍的争议中，采用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在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的居籍
	未有具体条文
	身处联邦国家或复合国家+意图无限期地以该国家为家：居籍在该国家内与他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区

	过渡性条文
	未有具体条文
	· 没有追溯力
· 居籍在法例实施前的任何时间应按犹如法例没有制定一样而断定
· 居籍在法例实施后的任何时间应按犹如法例一直有效一样而断定

	编纂为成文法典
	不适用
	· 法例应尽可能详尽
· 法例应把下述关乎居籍的一般性规则列明：
—— 每个人都有一个居籍；
—— 无人可以在同一时间为了同一目的而有多于一个居籍；
—— 就香港的法律冲突的规则而言，一个人以何地为其居籍的问题是按照香港法律而断定的；
· 制定保留条文，以保留与新的法例规则没有不一致的现行普通法规则


� 	Mason v Mason (1885) EDC 330, at 337. 在Whicker v Hume 案中（7 H L Cas 124, at 160, 11 E R 50, at 64 (1858)），卡沃思大法官（Lord Cornworth）认为：“我们说居籍，指的是一个家，永久之家；而如果你不了解你的永久之家，则我恐怕从外国作者或外国语文中所借镜的例子也不会有助你了解它。”


� 	例如the Uniform Law Conference in Canada (1961),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in Ireland (1983), the Law Commission in England and Scottish Law Commission (1987) and the South African Law Commission (1990)。


� 	澳大利亚联邦的《1982年居籍法令》（Domicile Act 1982）（Commonwealth）；曼安托巴省《1983年居籍与惯常居住地法令》（Domicile and Habitual Residence Act 1983）；爱尔兰《1986年居籍与承认外地离婚法令》（Domicile and Recognition of Foreign Divorces Act 1986）；新西兰《1976年居籍法令》（Domicile Act 1976）；及南非《1992年居籍法令》（Domicile Act 1992）。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1-060.


� 	Ong Constantino Erminda v Chau Shui Hing [1989] 1 HKC 237; Brook v Brook (1858) 3 Sm & G 481; Mette v Mette (1859) 1 Sw & Tr 416 at 423.


� 	Pipon v Pipon (1744) Amb 25; Re Maldonado, State of Spain v Treasury Solicitor [1954] P 223 at 233.


� 	Balfour v Scott (1793) 6 Bro Parl Cas 550;


� 	Re Maraver’s Goods (1828) 1 Hag Ecc 498; Re Fuld’s Estate (No 3), Hartley v Fuld [1968] P 675 at 696. 如在签立遗嘱后，居籍地有变时，是受签立之日抑或去世之日的居籍地的法律所规管现仍未有定论。


� 	《遗嘱条例》（第30章）第24条。


� 	《婚姻诉讼条例》（第179章）第3及4条。在Coyne v Coyne [1960] HKLR 163 一案中，争论点在于呈请提出之时，原告人是否以香港为其居籍而法院据此具有司法管辖权（已废除的《离婚条例》第4(1)(b)条）。


� 	第179章第5条。


� 	第179章第6条。


� 	第179章第49条。


� 	第179章第56条。


� 	《婚生地位条例》（第184章）第3条。


� 	《父母与子女条例》（第429章）第6条。


� 	《高等法院规则》（第4A章）第11号命令第1条规则。


� 	Suen Toi Lee v Yau Yee Ping [2002] 1 HKLRD 197.


� 	Udny v Udny (1869) LR 1 Sc & Div 441, at 448, 453, 457; Bell v Kennedy (1868) LR 1 Sc & Div 307, at 320; Re Craignish [1892] 3 Ch 180, at 192.


� 	Udny v Udny (1869) LR 1 Sc & Div 441, at 448. 有论者认为一个人可以为不同的目的而有不同的居籍：Att-Gen v Rowe (1862) 1 H & C 31, at 45及Lawrence v Lawrence [1985] Fam 106, at 132 - 133. 然而，按照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15) 所说，这个观点引起很多仍未解决的问题。在第6-016段，它承认在非常有限度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在同一时间为不同的目的而以两个不同的国家为其居籍。


� 	Att-Gen v Rowe (1862) 1 H & C 31, at 42; Bell v Kennedy (1868) LR 1 Sc & Div 307, at 319.


� 	Winans v Att-Gen [1904] AC 287.


� 	Winans v Att-Gen [1904] AC 287, at 290.


� 	Re Martin [1900] P 211, at 227 (CA).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s 6-007 and 1-060.


� 	Udny v Udny (1869) LR 1 Sc & Div 441, at 457.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Rule 9 at para 6R-025.


� 	Udny v Udny (1869) LR 1 Sc & Div 441. 香港法律有一原则：如果非合法婚姻中所生的子女在出生时按其父母的居籍法属于婚生者，则他们便属婚生子女。在应用这原则时，嘉柏伦法官（Kaplan J）裁定，由于中国没有婚生地位的概念而且案中儿童的父母是以中国为其居籍，因此该儿童便算是婚生子女。（Re Sit Woo Tung [1990] 2 HKLR 410）


� 	一般人认为遗腹子女应具有其母亲在他出生时的居籍，但这观点仍未有案例支持（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28）。


� 	Udny v Udny (1869) LR 1 Sc & Div 441, at 457.


� 	这规则获得普遍接受，但未有直接案例支持。严格来说，这规则不仅适用于弃儿，而且亦适用于不知父母为何人的子女。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29.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28.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28.


� 	见以下“儿童的附属居籍”一节。


� 	Henderson v Henderson [1967] P 77.


� 	Udny v Udny (1869) LR 1 Sc & Div 441.


� 	本章随后各段会讨论此等人士。


� 	《成年岁数（有关条文）条例》（第410章）第2条。


� 	Re Duleep Singh (1890) 6 TLR 385 (CA); Henderson v Henderson [1967] P 77.


� 	见以下一段。


� 	Potinger v Wightman (1817) 3 Mer 67.


� 	此点未有案例支持，但此论点可见于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92。


� 	此点未有案例支持，但此论点可见于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94。


� 	[1893] 3 Ch 490.


� 	[1893] 3 Ch 490, at 496 - 497.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93.


� 	“…… 关于幼年人日后的管养、赡养及教育方面的一切权利、职责、义务及法律责任，包括委任监护人以便对婚姻表示同意或发出反对通知的一切权利……”。


� 	[2000] 2 HKLRD 161.


� 	[2000] 2 HKLRD 161, at 168G, 173H and 180G.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9th Ed, Stevens & Sons Ltd, 1973 at 121 and Dicey’s Conflict of Laws, 7th Ed, Stevens & Sons Ltd, 1958 at 117. 两个版本皆在英格兰的《1976年领养法令》第39条制定前出版。该条文清晰地订明被领养子女被视为其领养父母或其中一人的婚生子女。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91.


� 	In the Goods of Patten (1860) 6 Jur (NS) 151; Gulbenkian v Gulbenkian [1937] 4 All E R 618.


� 	《成年岁数（有关条文）条例》（第410章）第2条。


� 	In the Goods of Patten (1860) 6 Jur (NS) 151; Re Macreight (1885) 30 Ch D 165.


� 	Henderson v Henderson [1967] P 77. 见以下“生来的居籍的恢复”各段。


� 	Bell v Kennedy (1868) LR 1 Sc & Div 307.


� 	Manning v Manning (1871) LR 2 P & D 223, at 226. 该判决并非就居籍之事而作的。


� 	IRC v Duchess of Portland [1982] Ch 314, at 318-9.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34.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R11 para 6R-046.


� 	Bell v Kennedy (1868) LR 1 Sc & Div 307, at 319; Stone v Stone [1958] 1 WLR 1287.


� 	Fasbender v Att-Gen [1922] 2 Ch 850, at 857 - 858.


� 	White v Tennant, 31 W Va 790, 8 SE 596 (1888).


� 	Att-Gen v Pottinger (1861) 6 H & N 733, at 747 - 748.


� 	Udny v Udny (1869) LR 1 Sc & Div 441, at 458.


� 	Bell v Kennedy (1868) LR 1 Sc & Div 307.


� 	Gulbenkian v Gulbenkian [1937] 4 All E R 618.


� 	Re Annesley [1926] Ch 692, at 701.


� 	Bell v Bell [1922] 2 IR 152; Re Flynn [1968] 1 WLR 103.


� 	In the Estate Fuld (No 3) [1968] P 675, at 685; IRC v Bullock [1976] 1 WLR 1178 (CA).


� 	In the Estate Fuld (No 3) [1968] P 675, at 684.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R11 para 6R-046. 亦见Drevon v Drevon (1864) 34 LJ Ch 129, at 133: 在裁决是否有意更改居籍的问题时，“一个人生命中的任何作为或情况都应予以考虑，不论如何琐碎亦然。在裁定这个问题时，某一琐碎作为或许较诸某人在他一生中重要的事情更为重要。”


� 	Drevon v Drevon (1864) 34 LJ Ch 129.


� 	Udny v Udny (1869) LR 1 Sc & Div 441, at 450.


� 	Lyall v Paton (1856) 25 LJ Ch 746.


� 	In the Goods of Raffenel (1863) 3 Sw & Tr 49; IRC v Duchess of Portland [1982] Ch 314.


� 	Re Flynn (No 1) [1968] 1 WLR 103, at p113-5, per Megarry J (obiter); Qureshi v Qureshi [1972] Fam 173, at 191.


� 	Re Marrett (1887) 36 Ch D 400 (CA).


� 	此论点见于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75。


� 	Udny v Udny (1869) LR 1 Sc & Div 441.


�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已婚女子可以就某些有限的目的而享有独立的居籍，可见随后各段。


� 	在Re Scullard [1975] Ch 107 一案，夫妇二人已分开46年，而其中约有30年各自居于不同的国家。


� 	Warrender v Warrender (1835) 2 CI & F 488.  见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8th Ed, Sweet and Maxwell, 1967 at 113, Rule 13。


� 	AG for Alberta v Cook [1926] AC 444.


� 	De Reneville v De Reneville [1948] P 100.


� 	De Reneville v De Reneville [1948] P 100.


� 	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0 at para 6-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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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法令第3(1)条。


� 	1992年法令第3(2)条。


� 	1992年法令第1(1)条。


� 	1992年法令第1(1)条。


� 	1992年法令第2(1)条。


� 	1992年法令第5条。


� 	1992年法令第8(2)条。


� 	1992年法令第8(3)条。


� 	《1976领养法令》第39(1)及(5)条，由领养之日或1976年1月1日起生效，以较后的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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